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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朱熹與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在成書千年來仍被世人所重視。在過

去，《近思錄》都被視作入門書，作為理解道學的初步讀物。然而在《四書章句

集注》成為道學最具權威的經典之前，《近思錄》在當年的作用可能不止於此。 

此論文試著討論朱熹當年編《近思錄》時賦予其書什麼樣的角色，以及對

此書對道學的影響。第一章首先說明《近思錄》的編輯過程，並藉由「入門」、

「階梯」這些概念重新勾畫出《近思錄》作為教科書的功能。 

《近思錄》編成以後，對於道學的影響可以分成《近思錄》內部編輯邏輯

以及外部流傳效應兩部分來討論。第二章討論《近思錄》的編輯內在結構，朱

熹以十四綱目作為選文的骨架，這十四個主題有次序指引後學一步步邁向聖人

之道，《近思錄》可說是《大學》之外的另一套為學成聖的藍圖。而此書將周敦

頤、程頤、程顥、張載四人語言合為一編，也讓後人產生此四人體系一致的印

象，這都是《近思錄》編輯對道學所產生的影響。 

第三章則是《近思錄》成書後對當時產生的外在影響。首先以朱熹對於

《五經》的看法的變化為開端，說明在當時需要新的經典的必要性，這也是

《近思錄》之所以會在當世流傳的背景。再來討論《近思錄》編纂的過程中，

何以排除對朱熹易學貢獻甚大的邵雍。其書將周張二程並立，並將邵雍剔除，

這影響了當時爭端甚多的道統，曾經與周張二程合稱的邵雍與司馬光最終被排

除於道統之外，在當時多個版本的道統系譜中，有教科書功能的《近思錄》可

能是後來周張二程道統系譜勝出的原因。 

 

 

關鍵詞：朱熹 近思錄 為學次第 道統 邵雍 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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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近思錄), the book compiled by Chu Hsi (朱熹) 

and Lu Tsu-Chien (呂祖謙) in Song Dynasty China, had been broadly read over a 

thousand years. It was used as a hornbook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past. But 

before Four Books(四書) became the cores of Confucian canon,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was once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This thesis aims to elaborate the role that Chu Hsi intended fo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nd the influence it had on the Neo-Confucianism after it was 

compiled.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nd reveals its function as the textbook for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students by discussing Chu Hsi’s notions of “entering gate”(入門) and “stage” (階梯).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book was composed of 14 different subjects. Step by step, these subject would 

lead Neo-Confucian students to improve themselves so they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saints. Therefore,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was 

another system of saint-education other than The Great Learning’s (大學) the Three 

Guidelines and the Eight Stages (三綱八目).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only compiled Chou Tun-I (周敦頤), Cheng I (程

頤), Cheng Hao (程顥), Chang Tsai’s (張載) quotation. This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to 

position these four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same rank. The editorial choice created 

an impression of unification of philosophies among these four scholars for Neo-

Confucian students 

Since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was wild read in the time of Song Dynasty, 

the book had affected many aspects in Neo-Confucianism. The third chapter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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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hu Hsi’s viewpoint towards Five Classics (五經), the conventional Confucian 

textbook. Because Chu found some qualities of thousand-year-old Five Classics which 

were still implacable Confucian canon, were not proper to novice Neo-Confucian 

students, he needed other books to be served as textbooks. It’s the context that 

inspired him to compiled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chapter then explores the reason why Shao Yung(邵雍), who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Chu Hsi’s study of Yijing (易經), was excluded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book had positioned Chou, Chang, and the Cheng 

brothers (周張二程) in the same rank, disregarding Shao Yung. This ha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issue of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道統), and caused both Shao Yung 

and Ssu-Ma Kuang (司馬光), who were once ranked among the important Neo-

Confucian scholars as Chou, Chang, and the Cheng brothers, to be eliminated entirely 

from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As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cquired the status 

of required reading of Neo-Confucian, such editorial decision may be the reason why 

Chou, Chang, the Cheng brothers’ genealogy of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became 

dominant views in Neo-Confucian history. 

 

 

 

Keywords：Chu Hsi, the order of learning,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Shao Yung, Fiv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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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概念 

《近思錄》為朱熹（1130-1200）與呂祖謙（1137-1181）所編，其書以十

四個門類，分錄周敦頤（1017-1073）、程頤（1033-1107）、程顥（1032-1085）、

張載（1020-1077）四人言語為一編。書成之後，在當時便廣為流傳。據說朱熹

的弟子陳淳就是看到《近思錄》之後，方萌生棄科舉之念而入於朱熹門下。1陳

淳非常推崇此書，他在問學朱熹時錄下朱熹對《近思錄》的評論：「近思錄好

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2
《近思錄》有作為《四書》

與《五經》「階梯」的功能。 

《近思錄》有什麼特質作為《四書》與《五經》的階梯？這個問題可以分

成三個部分來討論：一、朱熹編輯《近思錄》的時，賦予其書什麼功能與期

待？二、《近思錄》的編纂方式呈現出什麼樣的特質，這些特質與階梯的關係是

什麼？三、有階梯特質的《近思錄》實際被閱讀後，在當時產生什麼影響。 

第一個問題牽涉到《近思錄》的編輯過程，以及朱熹在他如何看待此書在

他思想體系中的位置。朱熹曾多次與學生討論《近思錄》，藉由釐清這些看法，

可知朱熹何以稱此書作為「階梯」。第二個問題則回到《近思錄》本身編排序列

所構成的系統，這個循序漸進的為學系統與《大學》中的三綱領、八條目系統

有什麼差異。最後則是作為階梯的《近思錄》在當世產生的影響，在被廣泛閱

讀過程中，當時人對於邵雍的位置以及道統的系譜的討論，似乎都被《近思

錄》所牽引與形塑。 

 

                                                        
1 事見［清］黃宗羲著、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68，〈北溪學

案〉，頁 2220。 
2［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05，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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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回顧 

（一）《近思錄》相關研究 

與朱熹相關的研究甚為龐博。吳展良在 2005 年出版的《朱子研究書目新編

1900-2002》，收錄到本世紀初朱熹研究書目，光書目即逾五百頁，不能窮盡。

故此處僅討論與《近思錄》最為相關的研究。 

首先是《近思錄》的使用版本，《近思錄》從宋朝到清朝，注解的版本多達

七十種。3其中各有優劣。目前考辨最為清楚的是近人陳榮捷的《近思錄詳註集

評》。陳榮捷在 1967 年將《近思錄》翻譯成英文，英譯的過程中蒐集了一千三

百餘條注釋資料，4《近思錄詳註集評》便在此基礎上而作。每條除了注明出

處，更輯錄《朱子語類》等材料置於相關的條目之後，是閱讀《近思錄》的理

想版本。由於論文並不側重在考釋《近思錄》裡面的內文，故版本方面皆以

《近思錄詳註集評》為準。 

再來討論過去對《近思錄》的研究，其研究大致有兩條取徑：第一種是研

究《近思錄》的實質內容，闡發其中的思想。第二種是利用《朱子語類》、《朱

子文集》與《近思錄》相關的資料進行研究。討論《近思錄》的義理內涵首推

錢穆，他在 1983 年發表〈近思錄隨劄〉於《故宮季刊》，此文後來收在《宋代

理學三書隨劄》中。〈隨劄〉近於讀《近思錄》的個人筆記，常藉此發想，討論

中國文化整體特質，很具有啟發性。 

姜錫東在 2010 出版《《近思錄》研究》，此書也是以《近思錄》內容作為主

軸，逐卷分析《近思錄》內容，並試著提出一些議題，如周張二程的比較。除

了內容分析以外，也稍微涉及《近思錄》裡面呈現的思想與系統。 

上面列舉的第一種研究方法主要側重在《近思錄》的內容討論，可說是內

                                                        
3 版本多寡參考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 
4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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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的研究取徑。與之相較，援引討論《近思錄》相關材料的作法可視作外部

性的研究，此類中陳榮捷著作豐富。其〈朱子之近思錄〉從他翻譯的英文版引

言濃縮改寫而成。5該文簡短的介紹朱熹編寫《近思錄》緣由，力主《近思錄》

雖由朱熹、呂祖謙共同編纂，但是應該是以朱熹為主。此文後附《近思錄》所

選的條目來源考證、過去注釋與翻譯編目，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陳榮捷在

《朱子新探索》中有三個條目與近思錄有關。〈論近思錄〉彙整《朱子語類》、

《朱子文集》中與《近思錄》相關的條目稍作分析；6〈近思錄卷次與題目〉討

論《近思錄》是否有題目的問題；7〈近思錄概述補遺〉則用兩種《近思錄》失

傳注釋本與現在版本比對，發現過去沒注意到的問題。8 

錢穆的《朱子新學案》中有專門討論《近思錄》的條目。這是利用外部研

究《近思錄》的重要篇章。其利用《朱子語類》資料定年，討論《近思錄》編

纂之意，認為朱熹對《近思錄》的看法前期後期有所差異，不應空守「近思錄

為四子階梯」之語。《近思錄》不過是選集，仍應該以《四書》為主。9這是最

明確討論朱熹賦予《近思錄》什麼樣的角色的研究。 

劉又銘也就外部的線索寫成〈《近思錄》的編纂〉，10除了考證《近思錄》

的編輯過程外，還討論了朱熹對於《近思錄》看法，以及《近思錄》標題系統

的分析。文章主要把《近思錄》當作入門書，並認為其分類系統與《大學》相

契。 

何佳駿在 2000 年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以《近思錄研究》為題，論文同時涉

及內部與外部研究。論文主要討論《近思錄》思想系統，並更進一步的與《近

思錄》所列舉北宋四子的思想比較，釐清《近思錄》切問而近思之義。這是少

                                                        
5 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80。 
6 陳榮捷，〈論近思錄〉，《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389-396。 
7 〈近思錄卷次與題目〉，《朱子新探索》，頁 397-399。 
8 〈近思錄概述補遺〉，《朱子新探索》，頁 400-406。 
9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181-

182。 
10 劉又銘，〈《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2000，臺北），頁 14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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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詳細討論《近思錄》性質的研究。不過僅止於北宋四子的比較，並沒有特別

論述朱熹編寫《近思錄》的原因，以及此書在朱熹的思想中的位置。 

另外還有涉及《近思錄》傳播的研究，討論《近思錄》的版本以及流傳。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以及《理學在浙江的傳播──以《近思

錄》為中心歷史考察》兩者將都討論《近思錄》的版本與傳播，並將其傳播等

同於道學的發展。 

 

（二）道學典範轉移的視角 

上面提到與《近思錄》相關的論文不論是以其書內部思想，或是以外部資

料來研究，對於《近思錄》在朱熹思想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近思錄》流傳產生

效應的論述都不多，這可能是大多數都將《近思錄》視作入門書，錢穆、陳榮

捷皆然。11但如果把《近思錄》放在整個道學發展的圖像中考慮，可能會發現

這個入門書有遠比啟蒙、初步更為複雜的面向。 

在朱熹的時代，道學還沒有定為一尊，道學的內部也存在多元的聲音，比

如說陳亮與陸九淵便與朱熹看法分歧。12朱熹與之抗衡的方式是梳理二程的學

說，建立出一套可以代代累積發展的傳統。13信奉道學的後進得以免去徬徨摸

索之苦，從朱熹所整理的學說上繼續探索。用這個角度來看，朱熹作《近思

錄》乃至到後來的《四書章句集注》，都是累積傳統的憑藉，《近思錄》或《四

書章句集注》便是道學的教科書。 

                                                        
11 入門書的看法見於《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頁 172-173；陳榮捷對於這本入門書為什麼重要

有生動的描述，他說《近思錄》是朱熹以「本人之哲學與其道統觀念」、「大功至正之態度」篩

選，所以無愧於當一本良好的入門之階，此說可做為錢穆的補充，見於〈朱子之《近思錄》〉，

《朱學論集》，頁 126、128。另外錢、陳兩人的看法也被後來的研究者所繼承，劉又銘、何佳

駿也認同《近思錄》只是本入門書的概念。見〈《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頁

153；何佳駿，《近思錄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0），頁 16。 
12 田浩認為，南宋道學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朱熹屬於南宋道學的第二與第三時期。在第三時

期，朱熹自認道學權威，但仍受到陳、陸等人的挑戰。參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

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 38-39。 
13 Peter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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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科書是後學繼續求道的基礎，並且提供後學道學的世界觀。此世界

觀能排除異己，將佛老到其他道學內部的競爭對手摒除在外。這樣教科書的觀

點與孔恩（Tomas Kuhn, 1922-1996）科學教科書有類同之處。 

在討論孔恩科學教科書前，先簡單介紹其典範轉移理論。孔恩在 1962 年發

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對傳統科學史

產生巨大的衝擊。傳統科學史圖像主要採取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

認為科學知識會不斷累積，如同在地基上一層又一層的疊出高樓。14但孔恩

《科學革命的結構》勾勒出完全不同的模型。孔恩認為，科學是由典範

（paradigm）所指導，典範提供了一個代代累積發展的傳統，科學界的後進可

以在此傳統上繼續展開研究，免去徬徨摸索根本問題之苦。但是，科學研究的

典範與自然難免有落差，新的科學典範藉此發展，在科學革命取代舊典範成為

科學界的指導原則，這稱作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此與宋代儒學的巨大變

化過程有不少相似之處。 

科學史上最有趣的一個現象之一是人們常常對於前面科學史的爭議一無所

知，這個情形大部分要歸功於新典範下的教科書。科學革命如同政治革命，前

朝的事物不會完整的保留下來，而是經過新典範的再詮釋後納入新典範的系統

之中。教科書背負著用新典範視角重新詮釋舊典範內涵的使命，透過教科書的

編纂，新典範讓後來人「看到」與過去完全不同的世界，並讓後人深深相信世

界本來便是如此。教科書是典範轉移中最重要的憑藉。用這個角度來看《近思

錄》何以在舊有典範衰減後方作。而其書改變後人對於周張二程的學說看法，

以及此四人的在道學中的位置，藉由典範下的教科書概念更具說服力。 

問題是，一個從西方科學史發展出來的理論是否能用在十二世紀的中國思

想史？許多歷史學家對典範轉移理論很感興趣，開始思考從科學史中產生的典

範理論是否也能應用在歷史研究上。但如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在 1973 年

                                                        
14 陳瑞麟，《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臺北：群學，2010），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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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孔恩的科學理論在史學上的應用〉（T.S. Kuhn's Theor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istory）所言，歷史研究中真能找到如科學般嚴謹的典範轉移

嗎？ 

孔恩的科學理論的對象是科學社群，科學社群是一個組織嚴謹的團體，他

們利用術語、期刊與同行溝通，並嫻熟於一般人望而生畏的複雜儀器，這都讓

科學團體的成員非常容易區辨，歷史上少有如科學社群般旗幟鮮明的團體。這

讓試圖運用孔恩理論研究的人都面臨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從嚴謹的科學群體發

展出的理論是否能適用於組織相對鬆散的其他群體？歷史上的社群（歷史研究

的對象）與研究歷史的社群（史學界）定義都不可能如同孔恩理論中的科學社

群，於是整個典範理論便不能直接套用在歷史研究上了。 

即便先將社群的問題擱置一旁，直接將《近思錄》比擬成新典範（道學）

下的教科書，這時首先會碰到的問題是什麼是舊典範？在朱熹的時代，儒家核

心典籍是《五經》。《五經正義》自唐代開始作為明經科的標準用書，15前一個

典範是否就是《五經正義》所統治的典範？固然，歐陽修曾言，若與《五經正

義》注疏不合，則被視作異端。16但這是在官方明經下的規定，17民間研讀經學

未必遵照《五經正義》。最明顯的例證是宋仁宗慶曆（1041-1048 年）後，興起

了一股疑經與改經的思潮，18這疑經與改經的思潮並非是針對《五經正義》，而

是直指《五經》的古本樣貌，甚至懷疑經典是否為聖人所作。疑經改經挑戰的

不是《五經正義》，而是《五經》本身。 

過去也曾有學者用典範轉移的視角論述朱熹對於道學的貢獻。如陳逢源在

                                                        
15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198。 
16 歐陽修，〈論删去九經正義中䜟緯劄子〉，《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112，

頁 1707。 
17 宋初從科舉到學術無一不是繼承唐人《五經正義》的系統。參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

北：商務印書館，1972），頁 109-110；當時科舉若違反《五經正義》的標準則為不通，時人多

有論及。見孫復，〈寄范天章書二〉，《孫明復小集》卷 1，頁 26 下-27 上。 
18 這個思潮在王應麟《困學紀聞》中引陸游的說法，認為是在仁宗慶曆後開始。見王應麟，

〈經説〉，《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8，頁 1094-1095；葉國良則認為此

思潮可遠溯宋初，只是在慶曆之後方大為流行，其說見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台

大出版中心，1980），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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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中說到，《四書集注》奠定了新的經學，並藉此展

現「理一分殊」、「格物窮理」等道學的理論，並確立理學的道統。陳逢源引用

孔恩的理論，認為這是一個「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陳逢源雖然提到從

《五經》到《四書》是典範轉移，但他並沒在書中討論《四書集注》編寫之後

是否會影響到經學固有的思想，典範轉移的核心正是新典範建立以後會重新用

新的世界觀詮釋舊典範，但這不在陳逢源的討論範圍。 

另外，楊儒賓在《從《五經》到《新五經》》中清楚的說到，從《五經》到

《新五經》（所謂的《新五經》是《四書》加上《易傳》）不只是經典地位的改

變，連「道」的內涵、聖人的典範（周孔轉為孔顏）都一起改變了。過往儒家

的重要概念像是「仁」、「義」、「性」，在文字上一如先秦，但內涵卻是不折不扣

的新創造。19這的確是典範轉移時會出現的情形，不過此書也沒有清楚的定義

《五經》何以能稱之為舊典範；《四書》成為新典範後，除了改變原本字義、聖

人觀的內涵外，怎麼樣指導後來的學術發展，而過去舊典範在新典範中應當如

何詮釋。畢竟《四書》在宋代後雖然位置上升，但不代表《五經》立刻墜落而

無人聞問，這些都是典範轉移理論下需要處理的問題。 

典範轉移理論可以將整個道學發展經典中心的轉移、對於過去性、命等概

念的改變、聖人觀的改變、道統諸多特質用一個簡要的系統含括，而其中的關

鍵就是引領後人進入其典範的教科書如《近思錄》與《四書章句集注》。用這個

理論可以對道學興起帶來與過往研究不同的視角，並重新理解《近思錄》與

《四書章句集注》的位置。不過要如何定義新舊典範之間仍有非常大的困難，

從唐到宋何時可稱為常態科學（normal research science），20何時常態科學陷入

了危機（crisis），21這些無法釐清，則典範轉移的理論也隨之失效。 

                                                        
19 楊儒賓，《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頁 18-21。 
20 在常態科學時期，所以人皆遵照常態科學的指導，進而強化此典範與自然之間的關聯。參見

孔恩（T. S. Kuhn）著，王道還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1994），頁 238-

239。 
21 所謂危機是指異常現象對典範造成的挑戰。每個典範在預設時都難免預設一些武斷因素

（element of arbitrariness），當典範試圖將自然塞入他們所建立的框架中，這些武斷因素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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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論文希望嘗試用典範轉移下的教科書重新定義《近思錄》，但由於理

論應用上的困難而無法實行。但是，此理論還是啟發了用教科書觀念來看待

《近思錄》，最後論文便以此為主軸，討論作為教科書的《近思錄》會產生的

影響。 

 

三、章節架構 

論文將以《近思錄》作為教科書會有的效應為核心主軸。試著回答在研究

概念中提到的三個問題：《近思錄》的功能、《近思錄》的編纂方式與《近思

錄》在當世閱讀所產生的影響。除了緒論、結論外分成三章，大體對應上述三

個問題，以下簡單陳述各章內容。 

第一章大致分成兩個部分。首先是《近思錄》編輯的相關問題，交代編輯

《近思錄》的過程，並將此書的編輯置於朱熹與呂祖謙兩人著述的歷程來討

論，以知《近思錄》在兩人學術發展中的位置。在這個基礎上來分辨《近思

錄》編纂是以朱熹思想為主要安排，呂祖謙扮演的是長期以來提出建議與修訂

的角色。此章第二個部分試著用「入門」、「階梯」這些討論來理解朱熹作《近

思錄》的用意以及功能，並且將這些概念聯繫到「教科書」上。 

第二章則是討論《近思錄》卷次與內文編排方式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會有的

影響。《近思錄》編纂所依照的十四綱目呈現的是朱熹在《大學》三綱領八條目

以外的另一套為學次第，此章試著將此為學順序分成數個階段，並與《大學》

體系比較，釐清這套為學次第在朱熹思想發展中所佔的位置。而《近思錄》內

文將周張二程合而為一，也引起後學對於此四人思想互補一致的印象。 

若第二章討論的是《近思錄》編纂方式所造成的效果，第三章便是其作為

                                                        
自然與典範之間的落差，產生典範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anomalies）。最終進入異常科學

（extraordinary science）時期，人人都對典範有一套論述。武斷因素見《科學革命的結構》，

頁 46-47；異常現象參見《科學革命的結構》，頁 102；異常科學時期見《科學革命的結構》，

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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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教科書流傳引發的效應。雖然論文沒有採用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但說明

朱熹對《五經》思想的變化，仍可以藉此知道朱熹尋求新的教科書的原因，這

也是《近思錄》編輯的背景以及其書的長處。接著討論《近思錄》將周張二程

合為一編，為什麼忽略對道學也很重要的邵雍。朱熹這個決定最終也影響了後

學對邵雍的看法。最後則是作為廣泛流傳的教科書，《近思錄》可能發揮的影

響。在宋元之際，道統系譜版本甚多。廣被閱讀的《近思錄》可能是周張二程

成為道統系譜爭議中主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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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思錄》的編輯與功能 

《近思錄》編成以後，不僅成為當時道學廣受閱讀的經典。主題式的編纂

體例對後來類似的著作如《朱子語類》、《性理大全》都有非常大的影響。《近思

錄》為什麼能成為道學重要的著作？此書在道學發展的過程中，又有什麼樣的

作用？這些問題要從此書編纂的過程以及編者的看法談起。這一節先從朱熹著

述的背景開始，理解朱熹編《近思錄》的緣由。再來簡單介紹《近思錄》成書

的經過，並試著討論呂祖謙作為共同編者所扮演的角色。此節後半段聚焦在朱

熹期待《近思錄》能發揮的效用是什麼，透過朱熹對「入門」、「階梯」的看

法，釐清《近思錄》的功能──作為道學的教科書。 

 

 

第一節 《近思錄》的編纂 

一、《近思錄》編輯之前的準備 

淳熙二年（1175 年）四月初，呂祖謙（1137-1181 年）到福建去見朱熹

（1130-1200）。22在福建停留將近兩個月後，他們一同前往江西信州的鵝湖寺，

開始著名的鵝湖之會。在福建的這一段時間裡，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輯了《近

思錄》。此書選錄了周敦頤（1017-1073 年）、程頤（1033-1107 年）、程顥

（1032-1085）、張載（1020-1077 年）四人的言語六百二十二條，分為十四卷，

其編選形式，影響後來七、八百年類似書目的編輯。23 

朱熹《近思錄》的後序寫於五月五日，從呂祖謙見到朱熹算起，也不過一

個月左右。兩人至多不過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便編成一本影響數百年的書，效

率非常驚人，陳榮捷甚至因此懷疑朱熹後序的時間有誤。24但從朱熹的角度來

                                                        
22 呂祖謙抵達的時間過去有幾種說法，此處採用陳榮捷的考證，呂祖謙於四月一日抵達武夷山

五夫里見到朱熹，然後一同到朱熹所建的寒泉精舍在此停留約十日。五月初啟程道經武夷山往

江西鵝湖。考證見於陳榮捷，〈呂東萊訪朱子於寒泉精舍〉，《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88），頁 551-553。 
23 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23。 
24 〈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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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或許不是這麼難以想像的事。 

朱熹生平第一本編成的書是三十歲時編定的《上蔡先生語錄》。25幫謝良佐

（1050-1103）編完語錄後，其編著之作大致分成兩個方向。第一個是《論

語》、《孟子》的解釋，朱熹從三十至三十四歲的五年間，分別編纂了《論語集

解》、《孟子集解》、《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以二程的意見為主，結集各

家對論孟的觀點。此時的朱熹對於其所匯集的論孟解釋不甚滿意，他曾說他的

《孟子集解》「句句是病」，26這不僅是著述上的疑慮，更透露出朱熹對道學一

些關鍵性的解釋如氣、性思考還未周全。27往後十年，朱熹透過重新閱讀其師

門的著作解決了這些問題。 

在朱熹三十四歲的那一年（1163 年），其師李侗（1093-1163）去世。朱熹

把與老師往來的書信編成《延平答問》，開啟了第二個編纂的方向。從老師李侗

開始，上溯程顥、程頤、張載與周敦頤，開始編輯與他們相關的書籍。朱熹在

三十七歲時重新編纂定《通書》，同年編《二程語錄》與《橫渠集》。三十九歲

編《程氏遺書》，四十歲校訂程頤的《易傳》，這兩年將二程主要著作大體編訂

完成。四十一歲編《太極圖說解》與《西銘解》，進一步發揮周敦頤、張載的思

想。四十四歲時，朱熹編訂《程氏外書》，二程著作至此底定。同年編《伊洛淵

源錄》，確定二程一派的傳承與系統。從李侗過世以後十年，朱熹幾乎將李侗所

承襲的師門著作整理了一遍。 

在朱熹編定二程學派著作的同時，也重新沉潛於過去疑惑不解的問題。從

朱熹師事李侗之時，便對《中庸》中和之旨抱有疑問。28在李侗過世後，朱熹

轉向張栻（1133-1180）與湖湘學派討論各種問題。29朱熹初時努力鑽研湖湘學

                                                        
25 以下對於朱熹著作的考證皆本於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頁 241-504。 
26 ［宋］朱熹，〈答何叔京二〉，《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40，頁

1700。 
27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人商確，此二義（養氣、論性）尤難明。」引文

見〈答程允夫一〉，《朱子文集》，卷 41，頁 1763。 
28 〈中和舊說序〉，《朱子文集》，卷 75，頁 3786。 
29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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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學說，如胡宏的《知言》與文集，30但最終不認可湖湘學派的理路，作了

《知言疑義》批評湖湘學派，對中和、仁、性、心這些概念提出與之相左看

法，完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體系。31此正是李侗歿後十年間整理二程、張載、

周敦頤著作的成果。32朱熹用新完成的體系再次審視過去所編的論孟，最後將

《孟子集解》、《論語要義》合為《論孟精義》，其書用二程之說為主，附以九家

（主要是二程弟子）與二程大致相同的說法合為一編。此書可說是朱熹在論戰

與整頓間所形成新體系下的產物。然而，朱熹所融會周敦頤、張載、程頤、程

顥的新體系與當時人所理解多有差異，他在與呂祖謙、張栻書信往來中，兩人

並不都同意朱熹體系的想法。33在重新涵詠二程學說近十年後，朱熹已經準備

好向世人介紹這一套經他「熟貫精求」然後「掇其精粹」的二程系統。34 

 

二、編寫近思錄的經過 

朱熹在《近思錄》後序中簡述了編寫過程： 

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

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35 

呂祖謙從武夷山來寒泉精舍造訪朱熹，並在精舍停留十天左右。在這些日子

裡，兩人共讀周張二程的著作，擔心初學者不知如何入手，於是取其中與道學

                                                        
30 《朱子大傳》，頁 236。 
31 《朱子大傳》，頁 295。 
32 朱熹一邊整理二程、周、張的著作，一邊以其思路與湖湘學派爭論。見《朱子大傳》，頁

285-288。 
33 張、呂與朱熹書信往來甚多，許多意見不相合處。朱熹在張栻過世後的祭文寫其與朱熹：

「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

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朱熹認為他們最後同

歸一致，不論事實是否如此，也可以反證其末之前多有不同之處；朱熹與呂祖謙信中多辯駁，

最後也不同意呂祖謙所說的義理，他曾說過：「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張、呂二

人雖與朱熹為至交，但在體系上仍有差距。引文見〈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朱子文集》，卷

87，頁 429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22，頁

2494。 
34 引文見張日晸《近思錄》的序，收於［清］江永，《近思錄集注》（上海：上海書店，

1987），頁 1。 
35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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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最為相關並且貼近日常生活的條目，編成《近思錄》。序文成於五月五日，

根據陳榮捷的考證，呂祖謙到寒泉精舍的確切時間是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五

日的確是十天左右。陳榮捷認為，以《近思錄》的規模，很難在十天的時間編

好，故把時間推至呂祖謙見朱熹之初的四月一日，若如其說，《近思錄》編訂也

不過一個月左右，時間並不長。36朱熹與呂祖謙這時可能將四人著作用到的部

分先行標示，37在五月五日時已經有個大概，朱熹便幫此初成的《近思錄》寫

了篇序。 

不過，從寫序到付梓過程中仍有數次修改，而且改動範圍也不少。在當年

的八月，初編的三個月後，朱熹寫信給呂祖謙： 

《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

《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

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

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此書

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

也。38 

從信中看來，這時《近思錄》才首次抄成一本書。朱熹向呂祖謙說當時他不希

望加上的〈道體〉章的內容仍不能割捨。書原本一開頭是程頤的〈顏子所好何

學論〉，移到第二卷。又另外增加一卷，放在〈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卷前。將這

些修訂好了，方請呂祖謙在書的後面寫序。這次修訂改變了《近思錄》的卷數

與每卷的順序，39從邀請呂祖謙寫序來看，朱熹認為此次修訂後便大致完成

了。到了明年（淳熙三年，1176 年）的冬天，《近思錄》在浙江婺州刊行，稱

                                                        
36 〈呂東萊訪朱子於寒泉精舍〉，《朱子新探索》，頁 551-553。 
37  劉又銘，〈《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2000，臺北），頁 155。 
38 〈答吕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卷 33，頁 1320。 
39 奇怪的是，朱熹在五月五日的序中言《近思錄》有十四卷。八月給呂祖謙的信又說增加一

卷，如此應該有十五卷。是因為移動取消一卷，或者因為卷數確定後方去修改序言，目前無法

找到資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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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浙本。40從初編到刊刻成書，大概花了一年半。在那之後，《近思錄》仍有細

部修訂，如應張栻所邀補上三條關於科舉的資料，但大體已經沒有太大的變

化。41 

 

三、呂祖謙在編輯《近思錄》中的角色 

《近思錄》為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輯之書。然而，後來有些人言《近思

錄》的編者時，僅單稱朱熹，而略去呂祖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特別為此

情形辯駁，認為是後來人「講學家力爭門戶」，才會讓呂祖謙之名不列《近思

錄》之中。42《近思錄》為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輯殆無疑義，問題是，呂祖謙

在編輯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陳榮捷對此的看法為，《近思錄》是「朱子主編，東萊附之助之，其功厥

偉，然不無賓主之別也」，書中的內容更是「朱子本人之哲學與其道統觀念為根

據」來編輯。43固然，朱熹在編輯的過程中採納了許多呂祖謙的觀點，比如

說，朱熹本來不想在《近思錄》中放入程頤《易傳》的條目，但最後《易傳》

卻選入了一百零六條，佔了內容大概六分之一；44本來不想放入太多與〈道

體〉相關的條目，最後列在首卷；45朱熹很想放入說科舉壞人心的條目，但直

到浙本刊行仍不遂其願。46可以看出呂祖謙的意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整體

而言，《近思錄》的編輯設定與基礎仍多以朱熹一人的體系為主，最直接的證據

在呂祖謙為《近思錄》寫的後序： 

                                                        
40 〈《近思錄》的編纂〉，頁 157。 
41 〈《近思錄》的編纂〉，頁 157；另外，陳榮捷將與張栻書信往來，添加科舉條目也算入編輯

時間，如此《近思錄》一直到初編後的三年才算完成。見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

集》，頁 125。 
42 ［清］紀昀編，〈儒家類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於《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00。 
43 引文見〈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頁 126。 
44 不欲放《易傳》見《朱子語類》，卷 119，頁 2874；條目統計見〈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

集》，頁 133。 
45 〈答吕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卷 33，頁 1320。 
46 朱熹直到張栻在桂林刻《近思錄》時才遂願將說科舉壞人心條目添上。見〈《近思錄》的編

纂〉，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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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説，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

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茍茫然不識其

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47 

呂祖謙在序中主要在為〈道體〉何以列為《近思錄》篇首辯護，畢竟這是他的

堅持與主要意見，其他關於《近思錄》的編排與次序他僅是「與聞次輯之意」，

隱隱的透露出書中的編排與順序主要不是出於自己的構想，只是聽聞朱熹的看

法並參與討論而已。 

或許呂祖謙用「與聞」只是自謙，但從他的著述歷程也可以側面反映編纂

周張二程之書的確不是他原本的規畫。呂祖謙編《近思錄》時年三十九歲，在

此之前，他編了不少教材。三十三歲時，編了講《左傳》以供策論的《東萊博

議》，隔一年編了《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與《春秋講義》，講授《易經》、

《詩經》與《春秋》。另外摭取五經與論孟中發揮五倫的內容編成《閫範》。這

些著作共同特性是多以五經為主，並不特別及於周張二程。編《近思錄》前，

唯一與之較為相關的在三十七歲刻板張載《橫渠集》，以及隔一年刊刻朱熹所校

的程頤《易傳》。 

完成《近思錄》後，呂祖謙將注意力回到五經與史書。他在編《近思錄》

的第二年編了《讀書記》，內容以五經、《資治通鑑》、西漢之書為主。同年

（1176）十月，奉召重修《徽宗皇帝實錄》。一年之後，開始《皇朝文鑑》編纂

工作。48 

綜觀呂祖謙編《近思錄》前後幾年讀書與著作歷程，重心始終側重在五經

與史書。相較之下，朱熹則是集中精神於周張二程之作，在構畫《近思錄》內

容架構上，朱熹應比呂祖謙來的清楚與具體。間接顯示呂祖謙所說「與聞次輯

之意」可能不僅僅是謙虛，而是兩者為學側重不同下自然的結果。 

                                                        
47 《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5。 
48 以上提及呂祖謙著作時間皆參考杜海軍，《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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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呂祖謙的著作歷程，還有不少地方顯示《近思錄》的編纂並非依照呂

祖謙的規劃，也非其當急之務。今日所見關於《近思錄》編輯的討論去取，都

由朱熹發起，49連書成的後序都是朱熹特別囑咐叮嚀才寫成，甚至有些邀稿的

意味；在當時，張栻亦直接說《近思錄》為「是兄一手所編書」；50朱熹一直想

放入說科舉壞人心的條目，呂祖謙堅持不肯，朱熹到呂祖謙過世以後對這一件

事仍耿耿於懷，認為科舉的病根已經深入呂祖謙的心田裡面，「令人痛恨」。51

最後朱熹乾脆先斬後奏，利用張栻詢問為何沒有科舉條目的契機，直接將科舉

的條目添上，請張栻去刻板，然後才跟呂祖謙說：「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

來，却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52

以上種種，可見朱熹對於《近思錄》的成書遠較呂祖謙在意，他們的好友張栻

認為此書直是朱熹所編，最後朱熹在增加條目時還自作主張，不顧呂祖謙的意

志。清楚顯示《近思錄》編排、選材主要是以朱熹與其思想為主。 

既然《近思錄》的編排主要都是朱熹的意思，那為何他需要找呂祖謙一同

合編？何俊認為朱熹此舉是要利用呂祖謙的影響力傳播自己的思想。53雖然不

無可能，但答案可能單純的多。在編《近思錄》之前，朱熹大部分的著作都將

草稿寄與呂祖謙商量改正，呂祖謙也給他許多修訂意見，甚至直接幫他刊刻，

54他們可以說已有好幾年合作著述的經驗，55《近思錄》可以看作這個模式的延

續。兩人在寒泉精舍初編以後，書信往來的一如朱熹之前所編其他書籍。呂祖

謙的意見對他的影響也很大，比較著名的是朱熹編成《伊洛淵源錄》後收到呂

祖謙的反對意見，最終朱熹一生從未將《伊洛淵源錄》正式出版。56與呂祖謙

                                                        
49 〈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頁 125-126。 
50 ［宋］張栻，〈答朱元晦〉，《張栻全集》（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卷 23，頁 876。 
51 〈答時子雲〉，《朱子文集》，卷 54，頁 2582。此書據陳來考證，作於 1183 年呂祖謙去世兩

年後，考證見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219。 
52 〈答呂伯恭七〉，《朱子文集》，卷 34，頁 1339。 
53 何俊，《南宋儒學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165。 
54 朱熹編輯程頤的《易傳》是由呂祖謙代為刊行。《近思錄》的浙本也是托呂祖謙的弟子潘景

憲刻版。易傳代刻事見，《朱熹年譜長編》，頁 420-421。 
55〈《近思錄》的編纂〉，頁 148。 
56 《伊洛淵源錄》，收於《朱子全書》第 12 冊，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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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合作，難得有機會可以相聚，趁機一同編書並不難想像。事實上，朱熹

與呂祖謙在寒泉精舍的短短幾天，不只編了《近思錄》，還試著將《程氏遺書》

刪節成《程子格言》。57雖然最後沒有出版，但可以顯現朱熹面會呂祖謙後，延

續著之前合作模式，與之分享各種編纂計畫，聽取他的意見，不過面對面更好

交流罷了。這些書的編纂構想與計畫皆是以朱熹為主。 

 

 

第二節 作為入德之門的《近思錄》 

一、周張二程著作的刪節本 

朱熹在《近思錄》的後序應該是理解《近思錄》最直接的資料：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

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

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

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

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

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

諸四君子之全書，……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

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58 

序文一開頭就說，《近思錄》初作是感歎周張二程著作廣大無涯，擔心初學不得

其門而入，於是為初學之人所編的入門書。為引領初學入門，特別選擇關於道

學的本體，但切合於日常生活，能從近身作起的內容。舉凡求道之端、處己治

人，到理解何為異端，聖人應該有的氣象，《近思錄》中都能見一個大概。在見

得大概後，需要再去研讀周張二程全部的著作。如果因為《近思錄》簡便，而

不繼續研習周張二程的著作，這不合乎編《近思錄》的用意。 

                                                        
57 《朱熹年譜長編》，頁 528-529。 
58 《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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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序文可以歸納出兩點，第一，《近思錄》不過是擔心四子的著作太過

龐博，初學者無法竟讀，故選貼近生活的切身內容，作為四子著作的「切身刪

節版」。第二，這個刪節版本只是入門書，藉由切身的內容，可以進入四子的學

問體系。這個刪節版雖然包含四子學問的大概，但不夠完整，往後還要去研讀

四子的全書，不能安於這個刪節版。錢穆按朱熹序，認為《近思錄》不過「為

治周張二程四家言作入門」，不是「治博而反約」的結果。59把《近思錄》當作

單純的初學入門，而且此刪節版並非在精熟四子廣博的著作後，將最精華的內

容薈成一編。只是挑出切身的內容供初學之用，不代表四子思想的核心。 

從朱熹的序中來看，錢穆這個看法毫無疑義。但無論朱熹、還是他的弟子

後學，都未將《近思錄》看作簡單刪節而已。最直接的證據是呂祖謙來寒泉精

舍時，他與朱熹除編纂《近思錄》外，還一同將《程氏遺書》作刪節版，朱熹

稱其為《程子格言》。此書最終沒有出版，但看起來已經大致編好，朱熹曾致書

呂祖謙討論《程子格言》： 

《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

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

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

言」為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60 

朱熹小心的處理《程氏遺書》的刪節問題，說明每一段刪去的原因，擔心若不

明說，逕自刪去，往後出現如《論語》與《孔子家語》中內容相仿，但卻不知

真偽的弊病。最後建議將他們在寒泉精舍共同商量的書名《程子格言》改作

《程子微言》。朱熹很認真的看待他們所編的《程子格言》，後來呂祖謙不知為

何反悔了，跟朱熹表示《程氏遺書》不用刪定，朱熹還殷切的托人詢問，61最

後仍是終止了此書的出版計畫。 

                                                        
59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172。 
60 〈答呂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卷 33，頁 1320-1321。 
61 〈答呂伯恭三十九〉，《朱子文集》，卷 33，頁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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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格言》雖然沒有出版，但從書信看來，他們在寒泉精舍同時進行兩

個篩選二程條目的工作，而且都大致的完工。如果《近思錄》不過只是四子著

作的刪減版，那便只是將刪減《程氏遺書》的工作擴大而已，沒必要進行如此

性質類同的工作。 

另外，朱熹的弟子陳淳，也不認為《近思錄》只是四子的切身簡單版本，

他曾在埋怨陸九淵學派時說：「象山之學……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

錄》。」62如果《近思錄》只是《程氏遺書》的刪節版，那既然讀了完整的《程

氏遺書》，何必再讀刪節不全的《近思錄》。《近思錄》除了是四子的簡略版本，

一定還有其他的功能，否則陳淳的說法便殊不可解了。 

 

  二、入德之門 

《近思錄》不只是挑出與日用切身相關內容的刪節版，那編此書的用意究

竟是什麼？朱熹在序中所說，研讀《近思錄》則「得其門而入矣」，明確的指出

《近思錄》可作為周張二程的入門書。所謂入門，也就是進入聖賢修德之門，

朱熹常稱其為「入德之門」。入門代表認同聖賢之道，以其道修自身之德。若非

以此修自身之德，具備再多關於修德的知識也無助於事。朱熹曾說： 

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

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

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63 

所謂「學問」，就是要「入門」。入門以後，只需要切身體會仁，對於「道」是

什麼，不需要特別去討論。重要的在於進入聖賢門戶，若只在門戶之外討論什

麼是道，這樣即便說再多也不成事。進一步分析這一段話，朱熹所謂的入門是

要進去聖賢門戶中切身體會。如果不切身修習，那所討論的道也不過只是一種

                                                        
62 陳淳，〈與陳寺丞師復一〉，《北溪大全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3，頁 11 下。 
63 《朱子語類》，卷 43，頁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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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切身力行割裂的知識，不會有太大的幫助，也不是真正的學問。 

朱熹從編《近思錄》多年前便清楚的意識到入門與切身為學的重要性，64

趁著呂祖謙來訪的機會，邀請其與之同編一本以「切問近思」為主軸，引領後

學進入其門派的入門書，一遂多年來的心願。此書編成後，後學的確也將《近

思錄》視作帶他們進入聖賢門戶的引導，朱熹的弟子嚴世文曾說：「《近思錄》

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65明確的說《近思

錄》是編輯北宋周張二程精要之語，指引後學「入德之門」。 

 

 

第三節 四子之階梯 

一、為學的階梯 

入門以後，接下來需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求得聖賢之道。進入聖人之

門，按照一定順序求聖人之道，兩者合稱「門戶路徑」。66入門之後，會有一個

學習的先後順序，也就是「路徑」，讓後學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修習，朱熹通常

用「為學次第」稱呼這個漸進的學習法門。67朱熹非常重視此作學問順序，在

他與門人後輩的書信中，往往一開頭便問及其讀書與作學問的順序。68 

《近思錄》在讀書為學的次序中，因為其「入門」的特質，是後學需先行

理會之書。朱熹曾說過《近思錄》、《四書》與五經之間的關係： 

                                                        
64 「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朱熹在

此明確的將切問近思與見到入德之門聯繫在一起，引文見〈答陳明仲十六〉，《朱子文集》，卷

43。頁 1868。此書按照陳來的考證，作於 1168 年，編《近思錄》前七年，考證見《朱熹書信

編年考證》，頁 54。 
65 〈答嚴時亨二〉，《朱子文集》，卷 61，頁 3041。 
66 「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語在〈答汪會之〉，《朱子文集》，卷 64，頁 3228；門

戶路徑有時有稱作「門戶經由」，兩者都是進入聖人門戶，然後依照一定的途徑尋求人之道的意

思。「門戶經由」見〈答趙詠道〉，《朱子文集》，卷 59，頁 2923。 
67 為學次第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如工夫次第、功夫次第、進學次第、方法次第。這些詞語在使

用上自有些微的差異，但大體而言皆是討論向學的順序。 
68 朱熹與後學以「為學次第」開頭討論學問的書信逾十封，在此舉兩例代表。「所諭為學本末

甚詳且悉。」〈答程可久六〉，《朱子文集》，卷 37，頁 1524、「諭及為學次第，甚慰所懷。」

〈答李叔文四〉，《朱子文集》，卷 52，頁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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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69 

《近思錄》內容精采，需仔細閱讀，作為理解《四書》的階梯，而《四書》又

作為理解五經的階梯。朱熹稱讚《近思錄》「好看」，所謂好看，在朱熹的用語

中大致有兩個意思，一是「精彩」，猶如現代語文中的「好好看」、「好漂亮」；

70一是「仔細閱讀」，如同現代語言中「好好的看」、「用心的看」，71此兩者並不

互相衝突，朱熹也有語意兼兩者的例子。72此處稱《近思錄》好看應該兩個意

思並存，既言《近思錄》極為精彩，又告誡後學需仔細閱讀《近思錄》。《近思

錄》之所以精彩且須用心閱讀是由於其有「階梯」的功能。73階梯在朱熹語言

中，為學習過程中一步一步上升的憑藉，74也就是前面門戶路徑中的「路徑」。

《近思錄》有什麼樣的特質特別適合作為學者往成學之路的階梯？首先，《近思

錄》各卷皆有主題，由近及遠，脈絡清楚。其卷次之間正如同一個成聖的為學

次第，此點會在第二章討論《近思錄》的卷次結構時詳細敘述。再來，儒家當

時廣泛閱讀的經典如《五經》、《論》、《孟》，語言與宋代頗有不同，需要訓詁的

輔助才能準確理解。《近思錄》是宋代人的語言，對當時人而言比較切近，75無

                                                        
69 《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29。 
70 如朱熹曾說：「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此

處好看即是除了讀書主要脈絡外，其他知識仍有精彩的地方之義。引語見《朱子語類》，卷

10，頁 169。 
71 好好的看例子如：「所舉程子曰『非禮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儘用玩

味，不是常說……極用仔細玩味看！」此處說程頤語極好看，後面接著說用心玩味、極用仔細

玩味，可知其極好看之意為「（需）極其仔細的看」之意。引語見《朱子語類》，卷 32，頁

826。 
72 舉兩個例子：「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

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這裡朱熹說他看潮水的經驗，聯想到理一分殊，無所不貫。

他看溪間的水流入海中，非常漂亮，同時又有需好好觀察溪間的水與海潮之間關係之意；另外

一個例子，「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無些子空缺處。」此處朱熹說

經書之所以精彩，是因為每句都是實理，相連緊密，毫無縫隙。同時也是說因為經書每句都是

實理，需要用心閱讀之意。引文分別出自《朱子語類》，卷 33，頁 580；《朱子語類》，卷 62，

頁 1489。 
73 《近思錄》以「近思」為名便含有其作為階梯的功能。朱熹對於「近思」的解釋常引程頤的

「以類而推」。所謂類推便是從近處之理開始，先理會得通透，然後以此理解為階梯，「因這一

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注釋中的解釋與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49，頁

1203。 
74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此處朱熹批

評當時學者好高遠之學，不遵照為學次第一步一步上升，忽略為學初步玩索的工夫，以致不能

通達義理。引語見〈答汪尚書三〉，《朱子文集》，卷 30，頁 1138。 
75 朱熹曾言：「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語在《朱子語類》，卷 105，頁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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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據。第三，《近思錄》提供了理解《四書》、《五經》的義理繩準，也就是理

解《四書》、《五經》的背景知識。從《近思錄》的選語中，可習得周張二程看

世界眼光，對於義理建立起一個輪廓，用此對於義理的眼光作為背景知識，方

能體認《四書》、《五經》中的道理，而不會迷失於考據與異說之中。舉《中

庸》「鬼神之為德」這一句話作為例子，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用程頤「鬼神

者，造化之跡也」與張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來解釋鬼神之義。76若無

鬼神不過陰陽二氣變化作為背景知識，有可能縈繞於鬼神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上，而鬼神之類的問題卻是「無法理解」的，朱熹曾說：「中庸之書難看。中間

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77

《中庸》不易閱讀，中間鬼神之類都無法理解。朱熹要學者先見得道理，再來

看《中庸》，方可以得到印證。此處先見得道理正是《近思錄》所提供義理繩準

之意，藉由周張二程對於鬼神的看法，以此為背景知識，不被鬼神之說所迷

惑，直指背後的義理。 

朱熹在《中庸章句》鬼神兩條注解皆收在《近思錄》第一卷〈道體〉中。

《近思錄》在《四書章句集注》合刊前近十五年成書，在《中庸章句》刻印

前，也可以據《近思錄》得到與《中庸章句》類似的看法。《近思錄》中提供了

理解《四書》的義理繩準，這是《近思錄》做為《四書》「階梯」中最重要的一

項特質。 

 

二、《近思錄》作為階梯的辯論 

先研讀《近思錄》，領略其中道理輪廓，然後可以據此階梯理解《四書》。

而理解《四書》後，可以用《近思錄》、《四書》的背景知識作為義理繩準理解

《五經》。這一段短短的話在朱熹過世後引起了一場辯論。朱熹說《近思錄》作

為《四書》階梯是由陳淳所記錄，後來真德秀刊刻《近思錄》時也引述了這段

                                                        
76 《四書章句集注》，頁 25。 
77 《朱子語類》，卷 62，頁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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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78朱熹的學生兼女婿黃榦對此段話表示懷疑，認為《大學》清楚說明為學

之法，才是學者應首先研讀的書。據他記憶所及，朱熹未說過《近思錄》作為

《四書》階梯這一類的話，他直接質疑陳淳主張其為朱熹之語的根據是什麼。

79黃榦在朱熹身邊甚久，身為朱熹女婿，並幫朱熹寫行狀，他的話在朱熹後學

中有一定的影響力。陳淳在寫給朱熹另外一個弟子李方子的信中，再次為他曾

聽聞朱熹有階梯的說法辯護： 

所示《近思錄》，并林子武之説，良荷啟益。按此跋意自平正，於理無咈

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

不以為然，乃欲讀《四書》只參考此錄，使互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

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巳明白者而云云爾。若據古《四書》本

文，非先有得乎此錄、四先生之説，則亦將從何而入？而孔孟所不傳之

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况先生所解《四書》之説，亦自四先生

之書得之。80 

陳淳在信中先說李方子版本的《近思錄》以及林夔孫的看法對他有很多啟發。

稱讚李方子為《近思錄》所作的〈跋〉說理平實精確。然後陳淳再次強調他曾

經聽得朱熹說《四書》可作為《六經》的階梯，《近思錄》作為《四書》的階

梯。然而林夔孫卻不同意這個說法，認為《近思錄》只是讀《四書》時的參考

書而已，作用在印證《四書》的義理。陳淳批評，林夔孫他們這樣的說法，是

認為《四書章句集注》中朱熹已將義理解釋的很明白，並不需倚賴《近思錄》。

但是回到《四書》的本文，如果沒有《近思錄》的眼光，用周張二程的看法當

作背景知識作為切入點，要如何理解《四書》中的義理？孔孟以下所不傳的秘

旨，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其中的蘊含。黃榦、林夔孫他們強調有《四書章句集

                                                        
78 真德秀刊刻《近思錄》所寫的〈後序〉今日已不得見。關於真德秀〈後序〉的紀載見［宋］

黃榦，〈復李公晦書〉，《勉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8，頁 17 下。 
79 〈復李公晦書〉，《勉齋集》，卷 8，頁 17 下。 
80 陳淳，〈答李公晦三〉，《北溪大全集》，卷 23，頁 7 下-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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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就足夠了，但是朱熹之所以能有注解《四書》，其中的看法正來自周張二

程，與他們的《近思錄》。陳淳用朱熹的求學取徑來總結此段話，朱熹之所以能

理解《四書》中千載不傳之秘，正是來自學習周張二程在《近思錄》中的眼

光。先擁有四子的看法作為義理的繩準，以之切入《四書》探求孔孟不傳之

旨，陳淳的說法為《近思錄》作為階梯下了明確的注解。 

現在我們看不到當時人對陳淳說法的後續回應，但現代學者在得到陳淳的

解釋後仍不完全接受《近思錄》作為《四書》階梯的說法，錢穆指出朱熹對

《近思錄》的意見前後有矛盾，81劉又銘又將之擴大成四點，認為「階梯」的

說法不可靠。82朱熹對於《近思錄》的看法的確有所變化，但朱熹藉由《近思

錄》當作《四書》的階梯是非常有可能的，下面討論《論孟精義》的例子作為

例證。 

 

三、階梯的意涵──《論孟精義》的例子 

朱熹在四十三歲時編成《論孟精義》，83此書以二程對論孟的看法為主，附

以二程弟子九家之言合為一編，朱熹編寫《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的看法採

自《論孟精義》。按理來說，在義理清楚的《四書章句集注》完稿後，雜錄多

家，說法矛盾，義理時有似是而非之處的《論孟精義》，即便不功成身退，價值

也應大大削減。但朱熹終其一生都很看重這本書，他說： 

                                                        
81 《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頁 173-176。 
82 劉又銘所說的四點為：一、陳淳見朱熹時已是朱熹晚年，不能代表中年作《近思錄》時的意

圖。二、同錢穆所說，朱熹前後語有矛盾。三、朱熹後學中有分歧。四、朱熹說讀《四書》能

「兼看《近思錄》亦佳」，並沒有強制規定先後順序。此四點見於〈《近思錄》的編纂〉，《中華

學苑》43 期，頁 150-153。劉又銘所說的四點懷疑卻都無法真正否定朱熹曾有作為階梯的想

法。第一點，朱熹晚年的想法的確可能與初作時不同，但對於自己的編輯書籍的預設以及後來

對想法本來就可能會有差異。朱熹晚年想法可能有變化，恰恰表示他在後來對《近思錄》的看

法或許不是只有當年所寫的〈後序〉那麼簡單。第二點可能是朱熹在以《大學》為主的《四

書》為學次第與《近思錄》的為學次第兩者不完全相容，故針對為學次第而發，但不害於先讀

《近思錄》作為義理繩準。第三點上文已經提及。第四點，「兼看亦佳」是給竇從周讀《四書》

碰到困難時開的藥方。從周讀《四書》卻都沒有半點疑惑之處，朱熹認為「讀書無疑者，須教

有疑」，所以建議他看《近思錄》培養其眼光，方能看見問題。這正是《近思錄》可以作為《四

書》階梯的例證。 
83 《朱熹年譜長編》，頁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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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

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

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

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84 

讀書需要理解書中的義理，其中似是而非的說法最難辨認。比如說《論孟精

義》中，只有二程的看法精確恰當。其他《論孟精義》所引門人的看法，不僅

常不得孔孟之意，連二程之意也多有失。但我們今天讀論孟時，不可以因此說

《論孟精義》裡的觀點都不對，便廢棄不看。要用《論孟精義》作為階梯去尋

求孔孟之旨，將來自然可以理解孔孟的道理。最後能辨別《論孟精義》各家所

說的對錯，這才是自己學問所得的地方。這段話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朱

熹直言不諱的說《論孟精義》所選的看法並不一定都是對的，甚至多失孔孟、

二程的意思，但還是希望門人重視這本書，不因此棄而不看。第二，這是因

為，《論孟精義》可以當作尋求孔孟之道的「階梯」。藉此階梯，將來自然能見

得孔孟之道，階梯的說法在這裡再次出現。 

一般講到階梯，我們很容易將此聯想成由簡到繁、由易到難一級一階的漸

進過程，但《論孟精義》卻顛覆了這個印象。朱熹曾說：「集注乃集義之精

髓。」85《四書章句集注》是《論孟精義》的精華，那麼看論、孟的集注便已

得其精華，何必藉《論孟精義》去尋求論、孟集注這個由繁蕪到簡約的過程；

朱熹又說讀《論孟精義》很耗費工夫，且比較困難。但是單看論、孟的集注，

又擔心如此太過簡單。最後朱熹給的次序是「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

義」。86朱熹要學生把《論孟精義》當作論、孟集注的階梯，但這階梯本身卻是

比較困難的，而且要在集注看完再看，不符合一般對於階梯理解的次序。朱熹

於是進而解釋，這是要學生看到《論孟精義》中未編入集注的精采論述，並讓

                                                        
84 《朱子語類》，卷 19，頁 442。 
85 《朱子語類》，卷 19，頁 439。 
86 《朱子語類》，卷 19，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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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沒有選入的原因，理解朱熹去取的判準。87也就是說，《論孟精義》這

個階梯可以讓後學學習二程與其門生的眼光，並進一步的思考朱熹對於這些論

述的判斷。這兩點與前面說到階梯具有提供義理繩準以及理解朱熹為學途徑完

全相符。 

朱熹在討論《論孟精義》與集注之間的關係再次提到階梯，透過朱熹對

《論孟精義》的看法，可以確認「階梯」核心意涵。階梯一般而言是首要閱讀

之書，並且與下一階的書比起來較為簡易好懂，但在《論孟精義》的例子上卻

非如此，顯示這非階梯最核心的特質。階梯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提供義理繩準，

藉由階梯培養出的眼光，可以尋求得階梯所搭建目標的道理。用這個角度理解

階梯，則《近思錄》作為《四書》的階梯便非常合理。黃榦質疑《近思錄》與

《大學》閱讀順序的先後、88劉又銘舉朱熹曾言「兼看（《近思錄》）亦佳」，認

為《近思錄》並非首要閱讀之作，89兩者都是把階梯侷限在「先行閱讀」這一

點上才會有的看法。《近思錄》最大的作用提供閱讀《四書》的義理繩準，讓後

人可以藉《近思錄》理解《四書》的道理。並且如陳淳所說，在《四書章句集

注》成書後，仍能就《近思錄》的角度理解《四書》，回到朱熹注解《四書章句

集注》的情境，思考其去取的用意。《近思錄》提供了道學入德之門，讓學者先

有其中的道理輪廓作為往後研讀四書五經的義理繩準，讓人可以循著朱熹預設

的為學次第逐步入道。結合入門與階梯功能的《近思錄》可以視作道學的教科

書。 

 

 

四、作為教科書的《近思錄》 

雖然朱熹所說「階梯」之語甚晚，90但《近思錄》的教科書特質從初編時

                                                        
87 《朱子語類》，卷 19，頁 439。 
88 〈復李公晦書〉，《勉齋集》，卷 8，頁 17 下-18 上。 
89 〈《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頁 152-153。 
90 階梯之語為陳淳所記，其親侍於朱熹左右有兩年，分別為 1190 與 1199，此時已是朱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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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非常清楚。對此描繪最為具體的是呂祖謙的序： 

（道體）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

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髙，自近及遠，

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髙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

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91 

將〈道體〉列作首卷，是讓後學通曉道的名義，使後學進入道學後有前進的方

向。至於其他卷所寫的是為學的方法，以及讓這些道理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都有他的順序。按照這個順序逐次進展，由下而上，由近及遠，這才是編纂此

書的用意。如果不願由近做起，好高騖遠，不按照次序而超過切身之學專談道

體，終究回流於無所依傍的空談，怎麼會是由切身處思考呢？ 

這段序文中，呂祖謙首先強調他認為道體是讓後學有一個方向，一個想要

達到的目標，但這都要由近身處做起。然後他開始說他對《近思錄》編纂用意

的理解，他認為這是一個講為學方法的書，所謂為學的方法，是從與自己最為

切身的日常生活做起。書中的架構有其順序，要依照這個順序從低到高，從近

到遠。也就是說，《近思錄》提供一個完整的實踐方法，這個方法是有次序的，

需要循序漸進，其實也就是朱熹一直強調的為學次第與階梯的意思。如果不顧

這個順序，這會導致躐等，最終無法得到學問，只會有沒有根據的空談。呂祖

謙序中把《近思錄》看作有一套嚴謹為學方法的教科書，最後能培養出對學問

紮實的理解。 

結合朱呂二人的序，《近思錄》本是一本入門書，入門書本身有其邏輯次

序，需要循序漸進，最後可以得到確實的學問。再透過朱熹的「階梯」以及呂

祖謙說「由近及遠」，可以透過此書紮實的觀點，藉以理解其他的書籍。《近思

錄》便是一本有入門功用，按照順序培養背景知識的教科書。

                                                        
年。 
91 《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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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思錄》的卷次結構與編纂體例 

第一節 《近思錄》的結構安排與朱熹的入聖之道 

一、十四綱目與《大學》之間的關係 

《近思錄》將所選的六百二十二條內容分為十四卷，這十四卷沒有獨立的

篇名。「《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92朱熹生前刊刻的《近

思錄》只有卷數而沒有標題。93雖然沒有標題，但朱熹與呂祖謙在編《近思

錄》 時，每卷皆有清楚的綱目，這些綱目作為組織條文的原則，朱熹曾提及綱

目的名稱：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

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

辭受之義； （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

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

（十四）聖賢氣象。94 

以此十四條綱目為旨歸，《近思錄》雖然沒有立下明確篇目，但還是「綱領之

要，而節目詳明」，95每卷主題與條目之間仍有清楚的關聯。 

朱熹為何選這十四項作為綱目？這十四項綱目間有何關係？從陳淳開始，

就注意到十四綱目的「次第倣大學」，96後來的人也大多接受這個意見。如清代

的茅星來也認為《近思錄》是與《大學》互相發明，《近思錄》的篇目，不外三

綱領、八條目之間。97現代學者如劉又銘、姜錫東進一步把第三卷〈格物窮

                                                        
92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05，頁 2629。 
93 劉又銘，〈《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2000，臺北），頁 161-162。另外，雖然

《近思錄》在朱熹生前都沒有標題，但為了清楚表示此卷大意，下面提到每卷內容皆參考陳榮

捷先生的作法，以朱熹在《朱子語類》提到的綱目作為篇名。 
94《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29。 
95 葉采，〈近思錄集解序〉，收於《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頁 289。 
96 ［宋］陳淳，〈書李推近思錄跋後〉，《北溪大全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4，頁 8 上。 
97 茅星來，〈近思錄集注序〉，收於《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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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至第十卷〈君子處事之方〉與《大學》的八條目對應。98但是上述這些都

沒有辦法清楚的解釋第十卷以後的安排，而且八條目與各卷之間的關聯並不緊

密。如第四卷〈存養〉若與八條目對應則為「誠意、正心」，問題是整卷七十條

選語出現與誠字相關的只有三條，而真正與《大學》誠意意思符合的更只有兩

條，99比例實不相稱；第五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若與八條目對應是「正

心、修身」，然而，《大學》在此兩章提到心、身遇到的「忿懥、恐懼、好樂、

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諸問題，四十一條選語僅有四條與之

相關；100第七卷〈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則無法納入八條目任何一個系統裡；因

此，要將《近思錄》卷目與八條目結合實在有些牽強。 

朱熹與呂祖謙在編《近思錄》時並非以八條目為藍圖有更直接的證據： 

「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

前，乃得其序。101 

朱熹在《近思錄》還未定稿時寫信給呂祖謙，說道原本「事親居家」的內容放

在〈君子處事之方〉這一卷中，在次序上似乎太過後面。希望將此些內容另外

做成一卷（也就是後來第六卷〈齊家之道〉），放在第七卷〈出處進退辭受之

義〉前，才是當有的次序。 

 從這封信來看，一開始編《近思錄》時，並沒有〈齊家之道〉這個分類，

相關的內容收錄在〈君子處事之方〉，次序還在〈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制度〉

之後。若當初他們先預設八綱目作為編目的主要參考，不至於在初編三個月後

才加上〈齊家之道〉。《大學》一直是朱熹所推崇「為學規模」、「用力次第」最

                                                        
98〈《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頁 163-165；姜錫東，《近思錄研究》（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0），頁 140。 
99 三條中第 5 條取自《易傳》的「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其中誠敬與《大

學》中誠意所說的「實意」、「毋自欺」實不相干設。而且誠敬是程頤的慣用語，朱熹認為誠敬

的意思是分開的，「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兩者不同，更顯示此與《大學》

的誠意有別。《近思錄》選語參考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頁 264；另外選語見《朱子語類》，卷 6，頁 103。 
100 第 9 條、第 12 條、第 14 條忿懥；第 14 條恐懼；第 38 條敖惰。 
101 ［宋］朱熹，〈答吕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33，頁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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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的入門之典，102在其後來大為流行後，用《大學》的眼光來理解同樣有入

門性質的《近思錄》是很自然的事。不過朱熹在《近思錄》雖規劃的體系畢竟

與《大學》系統有所落差，十四卷的選語有符合《大學》系統，但更多的是逸

出此系統的內容。 

舉第三卷〈存養〉為例，此卷主要發揮程頤「敬」之意。朱熹非常推崇程

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這句話，103認為這如「車兩輪，鳥兩翼」不

能偏廢。104存養持敬的工夫是「進學之本」，105然而，《大學》中並不特別討論

「敬」， 弟子於是屢屢發問何以《大學》中不論及敬，106朱熹以敬是小學之事

來回答。107朱熹特別編《小學》也是要解決當時人已經沒有自小訓練主敬工夫

的缺憾。但是，只讀《小學》無法完全掌握敬的工夫，108在《大學》作為為學

次第的系統中，主敬總是一個遺憾。 

《近思錄》可以說是朱熹另外一套的為學次第系統。109此書讓人從近處做

起，每一卷的次序代表「自卑升髙，自近及遠」的工夫。110這個學習次第系統

將《大學》八條目涵攝在其中，補足《大學》所欠缺的「主敬」工夫，並在

「治國平天下」之後，還補充了宋代有志於學的儒者所碰到的問題，其規模較

                                                        
102 〈答汪叔耕二〉，《朱子文集》，卷 59，頁 2866-2867。 
103 朱熹曾稱讚說「此語最妙」、「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前頭引語見《朱子語類》，卷 16，頁

215。後一條見〈丁仲澄〉，《朱子文集》，別集卷 5，頁 5205。 
104 〈答孫敬甫一〉，《朱子文集》，卷 63，頁 3152。 
105 《朱子語類》，卷 118，頁 2855。 
106 一弟子曾問大學為何不曾說主敬、另外有弟子問格物補傳何以不討論敬。皆可見他們認為敬

是為學首要之功，而大學卻不載的疑惑。弟子之問見《朱子語類》，卷 17，頁 370；卷 16，頁

326。 
107 「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

類，小學如何知得。」語在《朱子語類》，卷 14，頁 252。 
108 「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

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語在《朱子語類》，卷 7，頁 126。 
109 書名取為《近思錄》，其中便隱含了一級一階逐步學習的意思。弟子曾經詢問朱熹，程頤將

「近思」釋作「以類而推」是什麼意思。朱熹回答弟子，類推便是從近處開始理會，然後一事

接著一事，越推越遠，有如「升階」。這「漸進工夫」構成一個類似《大學》的學習系統。注釋

依據與引文見朱熹討論《論語》「切問而近思」的條目，見《朱子語類》，卷 49，頁 1303-

1304。 
110 引文見呂祖謙的〈後序〉，《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6；另外，前面說道朱熹因為「事親居

家」事方放第九卷，朱熹覺得「太緩」，所以將其事令起一卷，也就是現在看到的卷六〈齊家之

道〉。從朱熹緩急的評語中，可知他的卷次排列是有依照切己先後順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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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更為廣大，是朱熹早年對於人如何成聖的另外一種想像。這個為學次第還

沒有清楚的分類，我試著用朱熹《近思錄》中序以及綱目的原文，將十四綱目

分為關大體、處己、治人、君子處事、辨異端與觀聖賢這五類。試著用此解析

十四綱目的意義以及其次第關係。 

 

二、關大體 

關大體這個部分對應的是十四綱目中的第一卷〈道體〉，此類僅有一卷，與

《近思錄》其他部分都包含三、四卷落差甚大。數量之所以如此分殊，可能是

朱、呂在編《近思錄》時，在此卷意見頗為不一所致： 

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111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

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112 

過去朱熹嫌呂祖謙堅持將討論太極、性、中的內容太過高遠，不應該放在《近

思錄》中，故削去其中數段。但現在看來，好像也不能沒有這些內容。如果用

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作為首章，那就不是討論「道體」了，應將之放入第

二卷。 

從朱熹寫給呂祖謙的信中，可以知道《近思錄》開篇原本應該是〈顏子所

好何學論〉，此書畢竟是朱熹希望讓後學能遵循為學次第逐漸修習之作，故開篇

首彰為學之道。看起來呂祖謙特別希望把〈道體〉置為首章，以讓後學先有

「義理之本源」的「梗概」，113朱熹也同意了他的意見。114最後先立〈道體〉為

卷首，原本朱熹心中設想的開卷第一條〈顏子所好何學論〉便移到卷二。可能

因為此非朱熹原先設想的架構的緣故，此卷與他卷的邏輯連結並不明顯。 

                                                        
111 書中小注云：「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 
112 〈答呂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卷 33，頁 1320。 
113 〈後序〉，《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6。 
114 雖然朱熹在信中同意了呂祖謙，但他從始至終都不欣賞先討論概念的作法。曾經有學生在討

論《論語》「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這句話時，引程顥的論點，認為「學者須先識仁。」朱

熹則回答：「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堅持切問近思在先，最後自

然可以從中理解仁的道理。由此看來，《近思錄》的首卷的確是折衷呂祖謙的看法，朱熹從未真

正認同以〈道體〉為首。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49，頁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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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處理這個連結的矛盾，也擔心初學深陷於這些義理概念中而不實作為

學工夫，朱熹特別請呂祖謙的序中叮嚀後進，115往後跟弟子討論《近思錄》

時，也特別強調：「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

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116 

朱熹同意了呂祖謙要讓後學先知有這些義理的大略，讓他們「觀大體」，略

窺往後努力為學應所知道的方向。但朱熹用「切問而近思」作為此選錄之名，

仍以「切日用」為主。能切於日常生活之間，從自己身上近處做起，也就是下

面第二個部分「處己之要」。 

 

三、處己 

在這個大分類下有四卷，分別為第二卷〈為學大要〉、第三卷〈格物窮

理〉、第四卷〈存養〉與第五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將這四卷歸類為處己，

主要是依照陳淳的看法，他曾說：「從第二至第五卷，皆切身功用，處最宜熟與

究會。」117這幾卷主要的內容都是講如何在自己身上切身為學。而根據呂祖謙

〈後序〉中的說法，卷一〈道體〉是自己獨立成章，與後面無先後順序的關

聯。118故處己這一類實為有次序循序漸進的第一步。 

朱熹曾感嘆他少年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

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119當初學無方法，學無所依，只能硬著頭

皮去做。所得以今日來看，實不足道。當時吃了這麼多苦何以沒有辦法轉化成

完整為學的知識？主要便是當時沒有方法依憑之故，或因如此，朱熹對於為學

的方法極其重視，此四卷不過不過佔全部卷數的 29%，但所收條目卻佔全書的

44%，而第二卷〈為學大要〉更是全書條目最多的一卷，可以藉此略窺朱熹作

                                                        
115 〈答呂伯恭四十一〉，《朱子文集》，卷 33，頁 1320。 
116 《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29。 
117 〈答林司戶二〉，《北溪大全集》，卷 29，頁 2 下。 
118 〈後序〉，《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576。 
119 《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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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錄》重於為學的意思。 

處己這一類對應的四卷循序漸進的順序呈現的是朱熹對於為學的看法，朱

熹在紹熙五年（1194）時，曾應宋寧宗之召入宮為侍講。朱熹在這期間上了五

封奏劄，第二封專講為學，向宋寧宗說明為學的重要性，並且有層次的說明為

學次第，希望寧宗依此循序漸進。朱熹向寧宗首先說明為學之道，然後讀書窮

理，然後居敬持志，與前三卷不謀而合。以下用朱熹的奏劄與此四卷作比對，

可見朱熹對於為學次第的想法影響了《近思錄》卷次的安排。 

 

（一）為學大要 

朱熹在奏章中首先跟寧宗說為學的重要性：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

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

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

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120 

他認為，天賦與人仁義禮智之性，以此性而有君臣父子的倫理，這是事物

按照天給予的性自然會產生的規範。然而人因氣質有所偏塞，而被物欲所掩

蓋，性遭濁氣所蒙蔽，於是昧性而亂倫常，敗壞依天性所制定的倫常法則而不

知悔改，唯有為學才能開物欲之弊，然後才得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這

是人為什麼不能不學。 

朱熹在奏章中強調為學是為了矯正氣質被物欲所蒙蔽的偏差，讓人重新尋

回仁義禮智之性。這個看法也影響到《近思錄》此卷的選語。此卷大部分是在

敘述為學效法對象、注意事項以及警戒，但卻有數條乍看之下與為學不直接相

關的選文，如第 51 條討論忠恕、第 52 條討論仁之道、第 70 條說性善，這些概

念的討論應該出現在前一卷的〈道體〉比較合適。但若與朱熹對寧宗所說，為

                                                        
120 〈行宮便殿奏劄二〉，《朱子文集》，卷 14，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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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要讓人恢復「仁義禮智之性」，這幾條便與為學習習相關。121同樣的，第

30 條討論氣跟性、第 38 條說人被習氣所奪、第 80 條說氣質之性，第 81 條討

論性與氣，則與奏章中「氣質之有偏」有關。122奏章一開始與寧宗說明為學的

要領，故此卷置於道體後的第一卷。 

 

（二）格物窮理 

朱熹曾引用程頤的話說：「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123明白的說《近思錄》第

三、第四卷分別說致知與涵養兩個主題。 

此卷名為格物窮理，實際上包含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格物窮理，中

間討論讀書看文字的方法，第三部分則依序討論《論》、《孟》、《詩》、《書》、

《中庸》、《易》、《春秋》以及史書。124此卷為何如此安排，參照朱熹上寧宗的

奏章： 

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

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

法……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

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125  

天下的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理，為學首先最重要的是窮事物之理。惟有聖人能盡

天下之理，故聖人的言行可為天下後世不變之法。這些聖人言行都記載在經書

與史籍中，若想窮天下之理，卻不藉由經書求聖人言行，就好像面對著一堵

牆，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也無法行動，所以窮理必在於讀書。 

這段話首先說明窮理的重要，然後聖人得天理，故「讀書以觀聖賢之意」。

                                                        
121 此三條分別在《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119、120、135。 
122 此三條分別在《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107、143、145。 
123 〈答李子能〉，《朱子文集》，卷 58，頁 2800。 
124 由於《近思錄》按人編排，張載二程之後。在二程討論完史書後才換張載討論經書。故有數

條不按照上面順序。 
125 〈行宮便殿奏劄二〉，《朱子文集》，卷 14，頁 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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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聖人言行則主要在「經訓史冊」中。以此對應到《近思錄》的〈格物窮理〉

卷中，先論格物致知，再討論讀書法，最後是各個典籍的評論，先經後史，恰

好符合「經訓史冊」的順序。 

 

（三）存養 

朱熹對致知與涵養及其看重，他曾跟呂祖謙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127致知與涵養為入德之門，

故在〈為學大要〉、〈格物窮理〉後，緊接著討論主敬的涵養功夫。朱熹在對宋

寧宗的奏劄中說道需存養的原因：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一不自覺，而馳鶩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

之外，則一身無主……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

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

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128 

循序潛心，讀書精熟所探求的根本在於心。只要一不自覺，心便飛馳到他處，

順著物欲到放到身軀之外，如此則身無所主，孟子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逸之心

正是為了這個情形。如果能莊嚴恭謹而戒懼，常常保有此心，使心時時把持嚴

謹，不被物欲所侵而致凌亂。用此心讀書，用此心觀察事物之理，將無處不

通。用此心來應對事情，與人相交，都將處置得當。這是所謂居敬持志作為讀

書的根本。 

在朱熹的理論中，心為一身之主，兼統屬於理的性與屬於氣的情，具有道

心（理）與人心（氣）的二元關係。129道心與人心並非截然二分，當心馳持於

                                                        
126 《朱子語類》，卷 10，頁 162。 
127 〈答呂伯恭四〉，《朱子文集》，卷 33，頁 1279-1280。 
128 〈行宮便殿奏劄二〉，《朱子文集》，卷 14，頁 450。 
129 錢新祖，〈朱陸的「讀書」之爭與新儒家所講求的知識與道德〉，收於氏著《思想與文化論

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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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而不可收，以至昏聵怠惰，稱作放心，130此是便是人心的成分較多。若能收

此已放之心，道心便逐漸成為心的主宰，所以朱熹說：「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

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131朱熹在奏章中先將讀書精熟的根本引至心

的問題上，然後描繪心順從物欲以至「一身無主」的放心狀態，希望寧宗能遵

從孟子的「求放心」之教。求放心的方法並不是去外面將心收回來，而是如同

奏章所說的時時省察，常存此心。132讓心保持終日肅穆，清明專一，這個工夫

稱作「居敬」，133居敬之所以作為學的根本，是由於人之「一心具萬理」，134為

學並不是向外求，而是反求自己的內心，「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135他批

評許多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136這樣就好比把房屋蓋在他人的地

上，自我終究沒有一個安身之處，這樣為學又有何用？137為學既然是要在自己

的心上切身體悟，則如何收放心，用專一之敬來體會便成了關鍵，故在為學之

後緊接著討論主敬的〈存養〉。 

《近思錄》卷目存養在致知之後，致知、存養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致

知與存養「二者不可廢一」，138但孰先孰後有些爭議。朱熹在乾道六年（1170

年）的信上說：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

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涵養純

熟，固已久矣……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

                                                        
130 「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語在《朱子語

類》，卷 59，頁 1406。 
131 《朱子語類》，卷 78，頁 2012。 
132 「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

爾。」語出《朱子語類》，卷 59，頁 1400。 
133 這裡將敬解釋成肅穆、專一與清明（惺惺），但敬還有許多不同層次的內涵，錢穆分析甚

明，見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433-471。 
134 《朱子語類》，卷 9，頁 154。 
135 《朱子語類》，卷 10，頁 161。 
136 《朱子語類》，卷 8，頁 133。 
137 築屋的比喻語在《朱子語類》，卷 8，頁 130。 
138 《朱子語類》，卷 9，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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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139 

朱熹說最近覺得敬真的是聖學從始到終不變的關鍵。過去之論，都認為要先致

知，然後在下工夫在敬上，最近對這個判斷頗有懷疑，心中不安。過去古人都

是完成小學之教，然後進到大學，對於涵養非常純熟，因修習時間已經很久

了。現在的人卻沒有一天小學的訓練，卻說要先致知，然後敬才有施行之處。

若是如此，那又要用什麼來格物致知呢？ 

朱熹在此信中反省過去一向都說先致知再致力涵養，但現在人沒有小學的

訓練，少了主敬的功夫。上面說到，為學需要在自己的心上切身體悟，而敬是

存心格物的關鍵，朱熹感嘆這些沒有如古代主敬功夫的人，又要如何格物致

知？從這裡看起來，朱熹似乎有意改弦易轍，轉以強調主敬為首。 

不過五年後所編的《近思錄》仍是保留以往先致知後存養的架構。檢索朱

熹晚年討論這些問題時，還是言致知前於涵養為多。如陳文蔚（在 1188-1200

從學朱熹）記朱熹說：「須先致知而後涵養」，140楊道夫（在 1189-1200 從學朱

熹）甚至錄有一條：「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

是空。」141將窮理置於為學之首，因為若識理不明，不論如何持守也是空談。

朱熹何以出現此前後矛盾之語？或許跟他體認到「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

知，也無期限」，142當時人少了涵養工夫，但若等到涵養好了方去致知，「極而

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143持敬是沒有極限的，如此何時才致知？另外一

個原因可能跟他與陸九淵之爭有關。朱熹稱讚陸九淵學派他們持敬的工夫，但

對於他們不肯窮理非常不滿。144將持敬置窮理之先，恐怕與陸門有所類同，故

朱熹發出「萬事皆在窮理後」的判斷以強化格物窮理的優先性。 

                                                        
139 〈答胡廣仲一〉，《朱子文集》，卷 42，頁 1802-1803。另外年代的考證參見陳來，《朱熹書信

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77。 
140 《朱子語類》，卷 9，頁 152。 
141 《朱子語類》，卷 9，頁 152。 
142 《朱子語類》，卷 18，頁 404。 
143 《朱子語類》，卷 17，頁 372。 
144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書，只任

一己私見。」語在《朱子語類》，卷 124，頁 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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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改過與主敬是一體兩面，能時時「惺惺」察覺自己的心，145發現人欲漸萌則

立去之為改過；146克己復禮則是主敬的下一段工夫，朱熹曾說：「持敬以補小學

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又是一段事。」147持敬只是

約束身心，持敬到克己復禮又是另一段工夫了。朱熹的另外一段與學生的問答把

這個意思表達的更清楚：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它無

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148 

學生問克己與主敬有差異在哪？朱熹回答克己復禮是將天理與人欲分的清楚的

分開，合天理則行，屬人欲則去。持敬雖是保持養護其心，但不能保證沒有摻

雜一絲人欲在。如果保養功夫做到至極，也可以全是天理。 

這一段話明白的說持敬跟克己復禮的差別在於持敬還無法完全去除人欲，

克己復禮是在持敬的基礎上，分別心中天理（道心）與人欲（人心），然後將人

欲之處去除。克己復禮需要以持敬當作基礎，故其卷在〈存養〉之後。 

若將克己復禮與《大學》八綱目對照，則是正心、修身之事。149 在處己這

一大類中，首先說為學大要奠定為學的規模。然後言格物窮理，對應到《大

學》的格物、致知。接下來則是與格物窮理如車之兩輪的存養主敬工夫，此處

為《大學》所無的系統。再來是與主敬工夫的下一步克己復禮，對應到《大

                                                        
145 常惺惺是主敬的方法之一，也就是心常醒覺能省察自我。參見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

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448-457。 
146 「聖賢……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此

可見常省察（主敬）發現心中的人欲，而立即改過。語在〈己酉擬上封事〉，《朱子文集》，卷

12，頁 393。 
147 《朱子語類》，卷 17，頁 370。 
148 《朱子語類》，卷 42，頁 1073。 
149 「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在這裡朱熹勸宋光宗遷善改

過，以正心、修身，兩者互相呼應。引語見〈甲寅擬上封事〉，《朱子文集》，卷 12，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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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正心、修身。此大致上符合《大學》明明德的範圍，150但有〈存養〉作

為〈格物窮理〉的補充的工夫，持敬又承上啟下連結到持敬的進階〈改過遷善

克己復禮〉，也就是正心、修身之事。可見《近思錄》編排與《大學》體系有關

連，但其編選則超出《大學》體系的框架，用朱熹所推崇的涵養與致知兩者綰

合成的為學方法。 

 

四、治人 

治人這一類有〈齊家之道〉、〈出處進退辭受之義〉、〈治國平天下之道〉、

〈制度〉四卷。與上一類同樣四卷相較，此類條目數量僅佔 18%，足足比上一

類少了二十六個百分點。有此懸殊的落差可能在於《近思錄》為從身上做起，

由近到遠，但此類已是下一段工夫了，故其比重遠不如上一段切身打底的多。 

此類與《大學》體系相較，〈齊家之道〉對應到齊家。〈出處進退辭受之

義〉主要討論君子用行舍藏仕宦出處之義，《大學》中比較少談及。朱熹在此卷

中加上向為呂祖謙反對的「說科舉壞人心」條目，此卷可以視為當時士人在齊

家以後碰到出仕現實問題的看法。然後〈治國平天下之道〉卷對應到大學的治

國與平天下。最後的〈制度〉則是與〈治國平天下之道〉呼應，在〈治國平天

下之道〉有一條可作此二卷的綱目：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

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

二端而已。151 

齊家到治國平天下是治理之道。建立治理的綱要，讓百官之職符合其職務之

正，順應天時以處理事情。至於創立制度，以規範天下所有的事情，這是治理

的法度。聖人治理天下的道，只有此治理的綱要跟治理的制度而已。故〈治國

                                                        
150 「（八條目）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

書局，1983），頁 4。 
151 〈治國平天下之道〉，《近思錄詳註集評》，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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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之道〉為此「治之道」，下一卷的〈制度〉則為「治之法」。152 

此這幾卷大致可和《大學》的新民相對應，153新民是明明德後進一步推己

及人。154前面的格物、涵養、改過都可以說是在自己的心上理會，治人這一類

自齊家以後，則是在事上理會。155不論是家事、仕宦、國事、制度，這些都不

是能在自己一心解決的。在前面四卷處己的工夫做完後，於來四卷篤行於世

間，156依照朱熹之序，將此類名為治人，緊接於處己工夫之後，可以說是為學

的第二階段。 

 

五、君子處事 

此分類下有三卷，〈君子處事之方〉、〈教學之道〉、〈改過及人心疵病〉。這

個分類已經超出《大學》八綱目之外，而且朱熹的序文中也沒有特別提及，歷

來嘗試作《近思錄》十四綱目分類大多略去此類不談。在此姑且用第十卷〈君

子處事之方〉作為此分類的命名。 

《近思錄》在標明道體後，首先是為己之學的「處己」，再來是工夫到後的

開始處理事物的「治人」。治人此類到平天下已經是極致，然後朱熹轉過來重新

討論一個處己治人已經初備大略的學者可能會碰到的問題。首先，〈君子處事之

方〉選列為官會碰到的種種情形，如何作為一個賢臣、地方官應如何處事，這

                                                        
152 此處參考劉又銘的說法，參見〈《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頁 163-165。 
153 「（八條目）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參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4。 
154 此處朱熹對「新民」的注解，《四書章句集注》，頁 3。 
155 人問《大學》正心、修身的差別，朱熹回答：「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

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此兩者云正云修，都是匡正自己。差別在正心是在自己的心上，而修

身已經是待人接物的事情上。心上一切由己發出，而事情卻發生在外在，不完全是改變自己就

能解決。正心與修身在心、事上的側重也將八條目一分為二，前四項在自己的心上進行，後四

項則是自己心修以後進一步的處立世間事物，小至一家，大至天下。這個差別雖然是八條目中

的分類。《近思錄》的卷目雖然不直接等同於八條目，但其可以與《大學》系統互相發明。八條

目從心到事的差異與《近思錄》〈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到〈齊家之道〉的變化如出一轍。朱熹隱

語見《朱子語類》，卷 16，頁 350。 
156 「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由這裡

可見到存敬都還是心上工夫，未及於篤行於世。至於修身以後就事上應接，則可以謂之篤行，

《近思錄》齊家以後因此為篤行之事。朱熹語見〈答黃子耕三〉，《朱子文集》，卷 51，頁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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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學者選擇「事君」會碰到的情形。157再來是〈教學之道〉，如果不幸「不得

其位」，仍需自省，仍可以化民。158退而教學是成德君子的另外一個選擇，此卷

專門討論教學相關的言語。最後是〈改過及人心疵病〉，錢穆注意到，《近思

錄》卷目中只有「改過」兩字重複，可見朱熹特別重視改過的觀念。159不過此

處的改過與之前的略有差異。之前的改過由於是在「處己」的脈絡下進行，選

語側於內在的心如何改過；160而〈改過及人心疵病〉所選的側重於外在事物交

接時產生的問題，如人心溺於享樂可能導致亡國之禍、161作官任事所產生的過

失。162此卷可以說是儒者為學有成後，與事物相接產生的問題。故放在事君的

〈君子處事之方〉以及〈教學之道〉之後。 

此類雖然在序中沒有特別提及，但由於第十卷事君的內容對於儒者現實仕

宦上非常重要，選語也多，故此類總條數有全書的 19%，還較治人多一個百分

點。此類可以說從與《大學》八條目後三目篤行的延伸，直接切身處理當時儒

者會碰到的抉擇以及產生的問題。也可以視作一個儒者成學必定會面對的現

實。此類雖然不好分類，但在「切問近思」的標準下，與當時人習習相關。人

成學後不能獨立於世，而與世交接，便會產生之前沒有碰到的問題，此類可說

是為學的第三階段，與世間永無止境的學習。 

 

六、辨異端與觀聖賢 

                                                        
157 朱熹曾說：「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

有『人教小童』在一段。」在編《近思錄》時雖然有綱目，但並非一卷中所有條目都符合這個

綱目。朱熹舉第十卷〈君子處事之方〉為例，他認為此卷的大綱是「事君」，但是此卷最後一條

似乎說的是「教學相長」之道，故此卷不能全都用事君觀之。反過來說，除了一兩個例外，朱

熹認為事君是此卷選語的共同特性。朱熹語見《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29。 
158 此為此卷第三條，參見《近思錄詳註集評》，卷 11，頁 483。 
159 錢穆，〈近思錄隨劄上〉，《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9），頁 236。 
160 如第 2 條說養心、第 3 條人心自警。此兩條見《近思錄詳註集評》，卷 5，頁 304-306。 
161 此卷第 3、4、5、21、33 條皆說豫樂、嗜欲導致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還特別強調

放於豫樂導致的外在後果，如亡國之禍，更強調與外在事物之間的關聯。此五條見《近思錄詳

註集評》，卷 12，頁 500-501、511、518。 
162 做官任事的過失有外在亦有內在。外在如第 14 條言治水造成的問題，內在如第 22 條面對事

物產生機心、第 26 條私意任事、第 27 條作官奪人志。此四條見《近思錄詳註集評》，卷 12，

頁 506-507、5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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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由〈異端之學〉、〈聖賢氣象〉兩卷構成，作為《近思錄》的收尾。《近

思錄》的卷目中包含了《大學》三綱領的明明德（二到五卷）、新民（六到九

卷），還少了止於至善。此異端聖賢即是以正反兩面提供至善應該達到的境界，

一個至善的聖人會有的氣象。 

異端會放在倒數第二卷，除了作為最後聖賢的對比，可能也跟為學次序有

關。朱熹曾說禪宗： 

它（禪學）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

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163 

禪宗雖然守得心中的光明，朱熹也承認他們有主敬的工夫，164但是不識得道

理，所以顛倒不正。我們儒家之學，適用居敬為本，窮理來充實自身的心，這

是儒家與禪宗本原不同的地方。 

朱熹說到儒家與禪宗本源不同處為窮理與持敬，此兩者正是《近思錄》前

幾卷作的事情。若只論居敬，儒家與禪宗的分別並不明顯。但由於儒家有窮理

的工夫，最後能推己及人，最終造就儒家與禪宗的不同。朱熹在最後放上此

卷，一個儒者經過完整的為學次第後，可以輕易的見得佛老楊墨的問題。而儒

者若沒有遵照前面一卷卷為學次第，可能會有與佛老相似的困境，故以此卷作

為警戒，這可能是《近思錄》最後放上〈異端〉的功用。 

如同《大學》將「止於至善」殿於三綱領之末，《近思錄》也以至善實際形

象的〈聖人氣象〉作為全書的終結。《近思錄》卷首便放上〈道體〉讓人有所嚮

往，何不放上更具體的〈聖人氣象〉讓人心生仰慕而從學？朱熹曾經在其他地

方碰過類似的問題：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

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固非始學之士

                                                        
163 《朱子語類》，卷 126，頁 3016。 
164 「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

不是。」此為卷十三第 3 條，參見《近思錄詳註集評》，卷 13，頁 5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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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

級，亦各有當焉爾。165 

曾有人問朱熹，過去朱熹曾將程頤論聖賢氣象的說法數條，置於《論孟精義》

的開端，今天不同樣置於《四書章句集注》的開頭，這是為什麼？朱熹回答，

聖賢氣象高遠，並非開始從學之人可以領悟而討論之事。過去我寫《論孟精

義》時將之放在開頭，是尊敬聖賢之意。現在不列《四書章句集注》的篇端，

是為了嚴謹的分別為學次第，兩者各自有當如此作的理由。 

在朱熹的回答中，可以得知聖賢氣象對他而言非初學之事，應嚴謹的遵循

為學次第後，最後才可以領悟。《近思錄》應該也是同樣的理由，將〈聖賢氣

象〉放在終卷，藉此檢視自己經歷之前為學階梯後，是否有達到聖人的一二，

然後豎立繼續精進的標準。 

《近思錄》這十四卷從識得道的大體開始，然後順著為學方法在自己身上

格物持敬。處己工夫作到一定程度後，則理會治人之事。有了小成的儒者，接

下來實際面對世間或仕宦或教學所碰到的種種問題繼續精進修己，最後希望可

以登堂入室，心身散發聖賢氣象。《近思錄》十四卷的結構也是朱熹在《大學》

體系外另外一個成聖之道。 

 

 

第二節 《近思錄》的編纂體例與效用 

一、《近思錄》的編纂方式 

朱熹與呂祖謙在十餘天內把《近思錄》的草稿編成。從後來他們的書信來

看，一開始他們只是先預設好每一卷的主題，然後把與此卷相關的內容作標

記。到了三個月後，才將當時的標記抄成一冊。166朱、呂並沒有將《近思錄》

的內文進一步的按照主題排列，如後來《朱子語類》的形式，而是按照書籍作

                                                        
165 〈讀書之要〉，《朱子文集》，卷 74，頁 3726。 
166 劉又銘，〈《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2000，臺北），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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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書籍順序。 

《近思錄》全書都是採周敦頤為先，次以二程，二程兩人不嚴格分辨，最

後是張載。分別作者以後，再來是書籍順序排列，《近思錄》在寒泉精舍初編

時，是拿周張二程四人之書作記號，然後將之抄寫匯集，每一卷的內容絕大多

數按照書籍排列，167而條與條之間則是按照來源書籍每一卷的次序。可以說

《近思錄》條目的編纂是以其選書的次序為中心，故其內容時常沒有邏輯關

係，這帶給了從古到今讀《近思錄》的人不少的困擾：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

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

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

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

理自通徹。』」168 

朱熹問其弟子童伯羽看《近思錄》的情形，弟子表示有很多疑點。朱熹於是

說，現在突然要看這樣的文字，也是非常的困難。前面一個說法，後面又與前

面有出入。這裡這樣說，那裏又與此相左。但若仔細反覆閱讀，中間卻有個理

路可循，用此通讀四、五十條後，會發現其實背後只有一個道理。程頤說，窮

理不是一天可以窮盡的，窮理累積的多後，道理自然貫通透徹。 

朱熹與弟子這一段對話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朱熹察覺他用書本為主的

編輯方法讓同一個概念很不集中，朱熹所謂這裏、那裏、前面、後面既是指閱

讀一卷的先後，但也暗示了同一個概念散落在各條，前後對照讓概念釐清更為

困難。第二，面對這個問題，朱熹的方法是看許多條後，會發現前面的疑問冰

消渙釋，發現其中的理路，最終引導到一個道理。第三，朱熹他不可能沒有察

                                                        
167 書籍排列次序為《通書》、《明道文集》、《伊川文集》、《程氏易傳》、《程氏經說》、《二程遺

書》、《程氏外書》、《正蒙》、《橫渠文集》、《橫渠易說》、《橫渠禮樂說》、《橫渠論語說》、《橫渠

孟子說》、《橫渠語錄》。另外卷一的〈道體〉首章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其序在《通書》之

前。此順序參考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23。 
168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05，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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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他所選的周張二程有所差異，然而他相信「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

未始不貫。」169重點是要從這些差異中找到一貫的道理。 

上面的第二與第三點讓朱熹並不特別將相同概念的條目歸類在一起，畢竟

只要多讀到後來自然會通貫。 

朱熹相信聖賢道理一貫，故不特別將《近思錄》選語按照主題排列。但

《近思錄》刻意保持當時抄寫的順序或許有更深的意涵。朱熹非常重視上下文

脈絡，若割裂上下文，則很容易產生誤解。舉一個例子說明：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

『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

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170 

朱熹弟子問《孟子》的性與命分別作兩個概念，而《中庸》把性與命的概念合

而為一的原因是什麼？朱熹回答說，每個字的意思需要隨著聖賢書的上下文文

意來解讀，《孟子》的命是兼理氣兩者，至於《中庸》的命則純是天理所賦予。

從朱熹的回答可見，他不會只因表面的字相同而將概念等同劃一，而是要跟著

上下文解讀。《近思錄》中四人所說的用語非常的類似，但對朱熹而言，他們未

必講的是相同的事情；同樣的，有時表面的字詞似乎有異，但其實是講類似的

概念。編排時按照原本在書籍中的次序，讓讀《近思錄》的人對選語有疑時，

可以對回原書，觀其上下文以確認其意，這或許是《近思錄》維持原本的選語

順序的用意。 

 

二、同條共貫的四子 

《近思錄》雖然煞費苦心的保有讓人回去對上下文的順序，但其將四人之

語編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覺得《近思錄》條目能一同構成一個共通的理念，畢

竟聖人之語雖分殊，其理則一。於是周張二程四個人的想法在《近思錄》中結

                                                        
169 《朱子語類》，卷 12，頁 107。 
170 《朱子語類》，卷 61，頁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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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個有機體，過去研究《近思錄》的人也有發現《近思錄》有結合周張二

程的意圖，171讓他們的想法的差異性減少，共同構成朱熹哲學的基礎。 

朱熹其實對於每個人概念不同非常的敏銳：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

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172 

有弟子問朱熹孔子與孟子教人的方式為什麼不同。朱熹回答因為每個聖賢教人

的方法都像立一個門戶一般，各自的門戶不同。雖然如此，「聖賢之道，如一室

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173門戶不同是聖賢

之間有所側重與差異，但是聖賢之道就像一個房間，每一個道門都通向那個房

間。只要下工夫，從任一門戶近來都可以到達道的房間。門戶不同只是表面上

的差異，聖賢的道總是一樣的。朱熹在與陸九淵辯論無極時也有類似的說法，

他認為伏羲、周文王也沒有說到「太極」，直到孔子的《易傳》才說太極，但我

們不會因伏羲、文王所未言而斥孔子為非，那前人未言無極，直到周敦頤方揭

此理，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先聖後聖們「同條而共貫」，其中的道總能貫串

表面差異之殊。174 

朱熹對周張二程並非毫無批評，但是大體來說，朱熹同意他們的想法。而

又由於相信聖人之道為一，朱熹在編《近思錄》時有意無意的泯除了他們之間

的差異，將四人同條共貫的結合成一個新的有機體，朱熹以後的後學也接受這

個想法，如王柏（1197-1274）曾說： 

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

                                                        
171 何佳駿提及《近思錄》卷一有以張載之語「綜合周敦頤與二程的企圖」；另外，他也在論文

中提到，《近思錄》所選的周張二程與其本來面目有所落差。何佳駿認為這是因為《近思錄》的

入門性質限制了完整呈現周張二程面目的可能。但如同在第一章解釋過朱熹的「入門」絕非啟

蒙書那麼單純，帶有讓初學先領略道理的性質。朱熹對周張二程不完整的呈現未必是書本所限

制，反而是朱熹希望塑造出來四人學問的面貌。引語見何佳駿，〈《近思錄》研究〉（臺北：國立

師範大學學位論文），頁 42；94-97。 
172 《朱子語類》，卷 19，頁 429。 
173 《朱子語類》，卷 12，頁 107。 
174 ［宋］朱熹，〈答陸子靜五〉，《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36，頁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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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

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175 

趙景緯認為張載言氣，周敦頤、二程言理，兩者意旨不同。王柏回答，理氣未

曾相離而單獨存在，之前儒者觀點不相承襲，雖然他們看起來說的不同，但未

曾互相矛盾。然後他以《近思錄》為證據，朱熹將張載言氣的數段放在〈道

體〉中，可見理氣不相離之義。 

王柏的回答完全是朱熹同條共貫的邏輯，而他舉《近思錄》作為論證的依

據，更顯現朱熹將把張載與周敦頤、二程的觀點放在一起後，後人也會將之結

合，形成一套與張載原先不同的新體系。 

 

                                                        
175 王柏，〈回趙星渚書〉，《魯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8，頁 14 下-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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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為教科書的《近思錄》 

第一節 《五經》位置的變化與《近思錄》的價值 

一、朱熹對《五經》看法的變化 

《五經》一直是儒家的核心經典。即便北宋時期吹起了一陣疑經、改經之

風，176但《五經》卻仍是儒者學問所依傍。舉北宋末與南宋初幾個大儒為例，

程顥早年「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177程顥早年立志求道，曾經在道家、佛家潛心幾十年，

最後在《五經》中悟得聖學之道。朱熹一再強調程頤對於大學的重視，但程頤

畢生著作唯有《易程傳》。周敦頤著作《通書》、《太極圖說》主要在發揮《易

經》中的道理。張載《經學理窟》中討論《周禮》、《尚書》、《詩經》的問題。

王安石作《三經新義》，雖自作新解，但仍是以《周禮》、《詩經》、《尚書》為指

歸。而跟朱熹合編《近思錄》的呂祖謙，著有《呂氏家塾讀詩記》、《書說》、

《易說》、《春秋左傳說》，幾乎遍及《五經》。可以說一直到朱熹的時代，《五

經》還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 

如同他的師承與當時的人，朱熹早年也對《五經》推崇備至：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敎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

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

《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

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若乃

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

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178 

                                                        
176 這個風氣王應麟《困學紀聞》中引陸游的說法，認為是在仁宗慶曆後開始。見［宋］王應

麟，〈經説〉，《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8，頁 1094-1095；葉國良則認

為此思潮可遠溯宋初，只是在慶曆之後方大為流行，見氏著，《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台大

出版中心，1980），頁 141。 
177 ［宋］程頤、程顥，《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38。另外，宋人習言《六

經》，然《樂經》早已亡逸，當時只有《五經》。文獻中的《六經》在討論時悉以《五經》替

代。 
178 ［宋］朱熹，〈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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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記寫在淳熙六年（1179 年），文章中朱熹分別述說古代聖人作各經的功

用，《五經》僅數十卷的薄紙，卻承載古今得失與精微的義理。而我們要讀《五

經》，是為了求聖人之心。承載聖人之心的《五經》是欲求道的學者必觀的典

籍。 

這段記中，朱熹認為學經是為了探求「聖人之心」。精微的義理、古今的得

失，這些是聖人之心的反映，只要是有志於求道的學者，必定透過研讀《五

經》，來體會聖人之心。事實上，理解聖人之心正是朱熹認為讀書為學的原因： 

人之所以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

燭理未明，無所準則。……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

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

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

欲速迫切之心求也。179 

這封寫在乾道元年（1165 年）的信中，180朱熹說人為學的原因在於自己的心不

如聖人的心。己心不如聖人之心，故對理的洞察不明，因此沒有標準得以依

循。如果自己的心已經與天地聖人心一般無異，那還有什麼需要學的呢？所以

學者要先理解聖人的言語，體會聖人的意思，以聖人的意思，通達天地的道

理。由淺而深，由近而遠，依照此順序，不可以求快而用迫切的心求理。 

在上面這封信中，朱熹說為學最重要的是藉由體察聖人之心提升自己的

心。而在〈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中，朱熹認為《五經》是聖人所作，學

《五經》就是探求聖人之心。由此看來，把《五經》作為道學最重要的典籍與

教科書合於「探聖人之心」以「達天地之理」的為學之道，也應該是朱熹一生

學問所向。 

但是，朱熹對於《五經》的看法到後期似乎有所改變。朱熹在紹興三十二

                                                        
78，頁 3905。 
179 〈答石子重一〉，《朱子文集》，卷 42，頁 1832。 
180 時間考訂參照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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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62 年）上書給宋孝宗時，勸諫孝宗讀《五經》、〈大學〉，以得堯舜所傳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語。此時仍強調欲得精一之道，須「考之以《六

經》之文」；181到了紹熙五年（1194 年）給宋寧宗進講時，便只說《大學》而

不及於《五經》。182朱熹對《五經》的推崇如「道在六經，何可它求」之語都是

其生涯比較早期的階段，183到了中後期，甚至有「六經亦皆難看」、「六經工夫

多，得效少」這樣的說法。184原本「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185只要

研讀《五經》，就可以求得蘊含在其中昭昭若日星的聖人之道。究竟是什麼原

因，讓朱熹對於《五經》有了疑慮，甚至認為《五經》難看費工，卻沒有太多

效用。以下分經論述，嘗試理解《五經》各自的問題，以釐清朱熹對經學看法

的變化。 

 

二、《詩經》 

在《五經》之中，《詩經》應該是最為明白，能清楚體察其中所蘊含聖人之

心的經書。王時敏曾經說過：「六經惟詩最分明。」186朱熹也同意他的看法。朱

熹認為，《詩經》只要反覆吟詠，便能體悟貫徹的道理。187但是，《詩經》仍有

幾點讓人難以理解的困難。首先是訓詁，朱熹認為： 

  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188 

                                                        
181 〈壬午應詔封事〉，《朱子文集》，卷 11，頁 346-348。 
182 〈經筵講義〉，《朱子文集》，卷 15，頁 474-498。 
183 此語是回應汪應辰「道在六經，何必它求」所作的看法，語在〈答汪尚書四〉，《朱子文

集》，卷 30，頁 1140；書信作於 1168 年，訂年依據《朱熹書信編年考證》，頁 48。 
184 此兩條一為周謨所記，一為余大雅所記，兩者都從 1178 年左右開始問學於朱熹，直到朱熹

去世。其語不好直接指出是何年。不過依據束景南的說法，朱熹在 1177 年序定《四書集注》，

可以說是他第一次生平學問總結，從這時候開始，朱熹逐漸形成他對《五經》獨特的看法。在

此之前，他對經學並沒有極為獨特的見解，主要依循前人與二程的經學路子，他高度讚美《五

經》是在他看法還未成熟的時期。以此為線索，此兩條引語時間應該在朱熹對經學看法形成之

後，大約在 1189 年以後。引語分別見［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

校本），卷 78，頁 1977、《朱子語類》，卷 19，頁 428。束景南對朱熹學問分期以及經學的看法

見氏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 301、385-386、744。 
185 此語按標題小注云作在甲申（1164 年），〈答李伯諫一〉，《朱子文集》，卷 43，頁 1869。 
186 王時敏是程頤的再傳弟子，生卒年不詳。其語見《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4。 
187 朱熹言：「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卻又覺得道理貫徹。」，語在《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8。 
188 《朱子語類》卷 11，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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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

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189朱熹感嘆讀《詩》需要具備多種訓詁的

背景知識──音韻、名稱指涉、文體。其中名稱指涉問題尤其顯著，孔子說學

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190但過了千年以後，語言變換讓當時動植物之

名晦澀難曉，反而要花許多力氣考證，而考證工夫對《詩》所承載的道理幫助

卻很有限。在這些侷限下，讀《詩》難以讓人明確掌握聖人之理。 

《詩》除了蘊含義理，同時也是精彩的文學作品。朱熹的弟子用自己作詩

的經驗出發，認為詩中的寓意常常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他人殊不能解。奇怪的

是，解《詩經》之人怎麼能完全掌握《詩》三百眾多不知名作者的意思，替他

們說明詩中的意涵？朱熹同意這名弟子的看法，甚至說號稱能解《詩》之人不

過是不願承認自己看不懂罷了。191詩的文學特質讓《詩經》中的義理顯得更加

飄渺難定。 

過去對於《詩》中蘊含的義理多依賴《毛詩》的序。通說《詩經》的稱作

〈大序〉，每首《詩》之前都還有簡單的〈小序〉。朱熹對這些序都強烈的抨

擊。他考證這些序的作者，認為〈小序〉是東漢衛宏以及後人所作，192穿鑿附

會，妄將《詩》與史傳中的人物比附在一起，事實上卻沒有什麼根據。193〈大

序〉雖然較小序「好處多」，194但其中不免有誤，應該也是後人所作，不是孔子

所制定。195這些序「不曾為得聖人本意」196。朱熹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寫了

《詩序辨說》專門辨析討論，唯恐害了詩經中聖人原本的意思。 

但是，《詩經》真的是聖人所編選的嗎？《詩經》中的〈鄭風〉、〈衛風〉有

                                                        
189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82。 
19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78。 
191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

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見《朱子語類》，卷 80，頁 2091。 
192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

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4。 
193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7-2078。 
194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67。 
195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2。 
196 《朱子語類》，頁 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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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鄙俚淫奔之詩，197這些「亡國之音」看的時候快速讀過就好，不必深究。

198傳說《詩》三百篇是孔子所刪訂，那為什麼這些靡靡之音還會在《詩》的內

容中？過去詩序將之解釋為諷刺君王，並不被朱熹所採信。於是朱熹懷疑到孔

子刪《詩》的真實性：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

去。」
199
 

當孔子筆削《詩經》都可能是傳說，《詩經》中聖賢的義理自然也大打折扣。 

 

三、《尚書》 

《尚書》在諸經中出名的難讀，韓愈形容《尚書》「佶屈聱牙」，200較之

《詩經》，其字詞、典故令人費解的程度又更甚一籌。曾經有學生問朱熹《尚

書》中所提的「三皇」切確所指，朱熹認為不用理會其中確指，姑且按照孔安

國的說法即可。201這些名物考證雖然困擾著朱熹，帶還有比典故更加麻煩的問

題。 

朱熹當時用的《尚書》是東晉梅賾進獻給朝廷的版本，清代的閻若璩在

《尚書古文疏證》考證此版本的《尚書》是偽作。朱熹雖然沒有直接判定此

《尚書》為贗品，但朱熹對於《尚書》孔傳與正文皆有懷疑： 

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

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

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況先漢文章，重厚

                                                        
197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8。 
198 「如鄭之淫亂底詩，若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若是《論語》，朱熹則

要求「一日只看一段」。可見其中差異。前段於《朱子語類》，卷 80，頁 2083；《論語》的引文

出於《朱子語類》，卷 19，頁 434。 
199 《朱子語類》，頁 2065。 
200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46。 
201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峰以

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卻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語在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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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

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202 

歸納此段朱熹的說法，他用文章的風格以及漢儒注釋的方法檢視《尚書》的孔

安國傳，認為《尚書》孔傳注解千餘年的文章竟然沒有一點疑問，這有違常

理，且不似漢儒注解的形式。序的文風也染得晉宋風習，加上其《古文尚書》

再次發現的時間已是東晉，這時朱熹已經懷疑《尚書》中孔傳與序是晉人的偽

作：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

〈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

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203 

朱熹觀察到了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都平易好讀，由伏生默憶的部分特別的

難讀，這並不符合人記憶的常理。面對這個問題，朱熹提出了口音誤傳、204書

面語與口語的差異兩種解釋，205試圖解決篇章難易的矛盾，但是他還是沒有十

足的把握。面對這些問題他大部分的答案是「此不可曉」。 

除了訓詁以及《尚書》文本真偽以外，《尚書》還有幾個限制。讀《尚書》

需要特別廣博的知識，而且其編排並未按照學習次的，206而且《尚書》的內容

並不全面，「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207這些都是《尚書》不適合作為教

科書的因素。 

                                                        
202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5。 
203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78。 
204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為伏生是

濟南人，鼂錯卻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卻與《尚

書》所載又無不同。』」語在《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0。 
205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

後來追錄而成之。」《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1。 
206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

「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

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

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見《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3。 
207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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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尚書》作為教科書的限制太多，朱熹並不特別措意於《尚書》。有

學生因為《尚書》的艱難，懇求朱熹點校《尚書》以利後學，朱熹卻應道：「某

今無工夫」。208這應該只是託辭，真正原因或許在於朱熹不喜歡強解經書，而

《尚書》的文字讓他不免於臆測穿鑿：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

穿鑿，終恐無益耳。
209
 

朱熹一直到生涯最末期（70 歲），才有意於《尚書》的注解，他囑咐蔡沈

（1167-1230）編寫《書集傳》。210蔡沈在序中說此書全依朱熹之意而作，但畢

竟不是朱熹親撰。211《尚書》有太多晦澀啟人疑竇之處，這或許是朱熹始終沒

有親為《尚書》作注的原因。 

《尚書》中所記載的故事也有許多令朱熹感到困惑之處。比如說〈金縢〉

記載周成王開金櫃的情節、〈盤庚〉遷都的諭令，朱熹認為這些故事有不近人情

之處。面對這些疑問，朱熹最終選擇姑且信之：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212 

免得一起懷疑之端，連《五經》中其他有疑問諸篇都難倖免。另外，從這句話

可見，不只《尚書》中有難以理解的情節，其他諸經也或多或少有此毛病。這

些疑難讓《五經》中所承載的聖人意旨越發不確定。 

朱熹認識到讀《尚書》有很多的難處，那究竟該如何閱讀《尚書》：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

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眾，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

                                                        
208 此條為楊道夫所錄，楊道夫所錄朱熹之語從己酉（1189）直到朱熹過世，也就是朱熹 60 歲

到生命的終結，可見朱熹直到 60 歲左右仍未有為《尚書》做注解的意思，此條參見《朱子語

類》，卷 78，頁 1981。 
209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1。 
210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382-1384。 
211 錢穆認為，蔡沈被朱熹賦予整理《書集傳》的任務，但是在整理的過程偶用己意刪改，與朱

熹許多判斷有出入，比如說人心道心的解釋。參見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冊，《錢賓四先生

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105。 
212 此段所提的對《尚書》敘事的懷疑以及引文俱出同條，參見《朱子語類》，卷 79，頁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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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亦未免此也。」213 

朱熹回答學生，對於《尚書》只看明白易解之處，不可曉的諸篇，不要強自為

說，否則強加解釋，也不一定是孔子當時作《尚書》的本意。朱熹再來批評，

近來為《尚書》作解的人很多，往往只是穿鑿附會，即便連呂祖謙，都有這個

問題。 

從這段朱熹回答學生讀《尚書》之法看來，對於難以解釋的篇章只能存而

不論，他也不滿意宋人所作《尚書》的解釋，即便是呂祖謙的《書解》都難免

強作解釋的問題，未必得到孔子的本意。朱熹既不滿現有的《尚書》解，自己

也託辭「無工夫」作《尚書》解釋，可見其對《尚書》有所保留。在他所建議

後學為學次第的閱讀順序，或是自己人生著作的規劃，《尚書》都絕非首要之

務。 

 

四、《易經》 

朱熹對於《易經》有顛覆性的說法。他認為，《易經》本質上是一部卜筮之

書：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

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

義。214 

上古之民由於未識義理，無法憑藉義理來判斷事物。於是伏羲作《易》，教民占

卜之法，以此作為行事的依憑，到理義明白時，判斷事物該用理義。 

朱熹他認為，《易經》是在義理未明時的特殊時空下所創的卜筮之法，此法

幫助當時的人民判斷事理以及解決人生上的疑問。當義理昭明於世後，對於事

物的判斷就該以義理為主，不能依賴原本的卜筮吉凶，畢竟那是蠢然淳民的方

便法門而已。 

                                                        
213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8。 
214 《朱子語類》，卷 67，頁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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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今《易經》如何被包含程頤的士人所重視？朱熹認為《易經》的創造

經過三個階段，分別是伏羲、周文王、孔子，直到孔子，《易經》方寓有深刻的

義理。215這三個階段的《易》有所差異，各自不同：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

之易也。216 

孔子的〈十翼〉的易學與周文王作〈彖辭〉易學有所不同，也與伏羲畫八卦時

的易學有差異。而程頤所作的《易傳》也是自己易學的發明。 

朱熹注意到孔子、文王、伏羲與程頤所作皆有各自的邏輯，這些不同的邏

輯混雜在一起導致《易經》非常的難懂。尤其孔子在此「卜筮之書」推出道

理，卜筮、說理成了「兩節工夫」，217不只義理容易混淆，原本卜筮原意也常常

不彰。無怪朱熹說：「《易》於《六經》，最為難讀」，218《易經》不一的性質讓

聖人之意晦而難明。 

《易經》的義理是從卜筮卦象發展出來，占卜的一大特質是其譬喻性。朱

熹認為，《易經》中盡是譬喻虛辭，因應所卜問之事而有變化。219此種譬喻性，

讓理解《易經》中的道理曲折而充滿想像的空間，220若要用此種譬喻性的文字

求得義理，難免充滿了不確定性：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疏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

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

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心胸，方看

得。221 

                                                        
215 「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語在《朱子語

類》，卷 67，頁 1647。 
216 《朱子語類》，卷 66，頁 1629。 
217 《朱子語類》，卷 66，頁 1626。 
218 〈答方賓王八〉，《朱子文集》，卷 56，頁 2693。 
219 「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

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6。 
220 「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

是仁。」《朱子語類》，卷 67，頁 1660。 
221 《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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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解釋，聖人作《易》有粗疏泛指的地方，如爻辭與象辭，都只有一個大概

的意思，很難去精確理解，所以〈繫辭〉才說《易》「不可為典要」。但又有說

理精確細緻的地方，像是「吉凶悔吝」之處。學者需要心胸廣大，不過份執

著，方能看《易經》。朱熹這段文字清楚指出《易經》由於其卜筮之書譬喻性的

特質讓《易經》不能簡單清楚的理解，讓易經中乘載的聖人之意充滿了不確定

性，是以朱熹勸弟子「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卻緊要。」222因為「『詩、書、執

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223朱熹引孔子不用《易經》教學的故事，

勸弟子莫學「隔了三四重」的《易》為急務。224 

作為卜筮譬喻的《易》雖然很難弄明白，但如果能像朱熹花費數十年功

夫，研究此「大小精粗，無所不備」的聖典，225應該也會有非常大的啟發。但

朱熹卻不主張人們花那麼大的功夫來研究《易經》，他說： 

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

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226 

朱熹認為《易經》並非學者應先行理會的書。即便他自己平生也花理許多精神

研讀《易經》跟《詩經》，但對於道理的體會不如《論語》、《孟子》，兩者相

比，《易經》跟《詩經》所得只如雞肋。這正是朱熹所說「六經工夫多，得效

少」的最佳寫照。 

 

五、《春秋》 

《春秋》傳說是孔子所作，其中一字用例，皆寓褒貶，足以使「亂臣賊子

懼」。227《春秋》的微言大義，《公羊傳》與《穀梁傳》都有許多發揮。但朱熹

                                                        
222 《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7。 
223 《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8。 
224 《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14。 
225 〈答李伯諫二〉，《朱子文集》，卷 43，頁 1876。此書做於朱熹中年，1170 78 
226 《朱子語類》，頁 2614。 
22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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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採信這種說法，認為《春秋》「只如看史樣看。」228《春秋》不過是一部孔

子所編的歷史書：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

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

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229 

朱熹在舉列春秋大旨可見者以後，認為《春秋》未必如之前儒者每字皆寓有深

意。他推論《春秋》僅僅為孔子想將近兩三百年的事情寫下作為備要，故將歷

史之文抄寫成書，並沒有春秋筆法。 

朱熹否定了春秋筆法，故《春秋》不過是一部史書，並不難讀。230堅持

《春秋》義例之人必犯兩個過失，首先是妄自揣測孔子之意。後人努力的要從

一字上的褒貶求聖人之意，然而時過千百年，誰有能「知得他肚裏事」？231第

二，如果說《春秋》每字都有褒貶，則將陷孔子於「專任私意，妄為褒貶！」

232這恐怕不是聖人會作的事。 

雖然朱熹認為《春秋》只是史書，讓《公羊》、《穀梁》對於《春秋》微言

大義的說法頓失依憑，但朱熹還是肯認《春秋》的價值： 

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

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

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233 

在這段話中，朱熹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春秋》「義例」，也就是一字褒貶

的微言大義。朱熹從小開始便時常請教先賢《春秋》義例，偶而有幾處讓他若

                                                        
228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8。 
229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4。 
230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

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

引自《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4。 
231 「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

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語在《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8。 
232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6。 
233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朱子文集》，卷 82，頁 4072-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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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領悟，但大部分卻沒有根據，讓他無法「自信於心」，所以他客氣的說「未嘗

敢輒措一詞」，實際上朱熹質疑這種作法所以才不加討論。234第二，朱熹點出

《春秋》的價值在於君臣父子的「大倫大法」。朱熹認為，孔子編《春秋》的確

有他的用意。孔子透過編裁當時歷史來「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

上下之分。」235從歷史事件中來驗證君臣上下的義理，這是朱熹對於歷史一貫

的邏輯。236 

由於歷史本身並不明說義理，「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

箇權衡，多為所惑。」237讀史固然重要，但要放在清楚說明義理的典籍之後。

朱熹對於歷史的判斷讓《春秋》被置於為學次第後面的位置。 

歷來討論《春秋》皆很重視《公羊》、《穀梁》、《左傳》三傳。朱熹對三傳

各有評論： 

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

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238 

朱熹分析三傳，《左傳》是史學，《公羊》、《穀梁》是經學。史學記事清楚，但

道理差謬，差了一些。經學對義理有所發揮，但記事多有舛誤。 

朱熹對兩者各有批評，《公羊》、《穀梁》的義理需要與事件互相驗證，但兩

者的事件紀錄「皆得於傳聞，多訛謬。」239至於《左傳》，他說「左氏之病，是

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

                                                        
234 朱熹曾說：「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立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

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這段話很清楚的反對一字褒貶的義例，語在《朱子語類》，

卷 83，頁 2148。 
235 《朱子語類》，卷 11，頁 1659。 
236 「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

惟此處為難耳。」上面引的這段話很可以代表朱熹對歷史的看法。歷史提供事例，是義理的

「可據之地」。但重點還是在先識得義理，不然，則「徒務空言」而已。引文見〈答張敬夫

二〉，《朱子文集》，卷 32，頁 1239-1240；不先讀經讀史只是徒務空言的判斷見於〈答呂伯恭

八〉，《朱子文集》，卷 35，頁 1402-1403。 
237 《朱子語類》，頁 195。 
238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52。 
239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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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40明確的指出左丘明以成敗而非以義理論是非，進而批評左丘明趨炎附

勢的滑頭，其記事雖詳，但對學習聖人之意的義理沒有幫助。 

另外，三傳都聲稱其所究為孔子之意，朱熹質疑此「三家皆非親見孔

子。」241朱熹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今天朝報出來我們都無法完全洞悉

朝廷的意思，又如何能知道千百年前孔子的意思呢？所以，他不相信未親見孔

子的三傳，也「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242否則這些解釋他

都存而不論。《春秋》與三傳是否承載孔子的意旨朱熹非常懷疑，更遑論給後學

作為學習的經典。 

 

六、《三禮》 

朱熹對三禮也有獨到的看法。他認為《周禮》是作為禮的綱領，《儀禮》紀

載的儀式法度為禮的「經」，《禮記》為解釋儀禮的「傳」。243他曾經想以他對三

禮的解釋來重新編纂禮經，找幾個朋友或弟子相助，花幾個月的工夫應該就可

以完成。朱熹在朝時，也將這個計畫上奏，希望能朝廷能創一個修禮的機構，

將他的計畫付諸實行，244作為「為聖朝制作之助」。245可惜朝廷還沒決定，朱熹

便已去朝返鄉。終其一生，此修禮經的計畫僅停留在初步的成果。246 

朱熹雖然希望重新整理三禮，讓禮經恢復其古意，但他並不贊成恢復古

禮，他說：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

                                                        
240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9。 
241 《朱子語類》，卷 83，頁 2153。 
242 朱熹所舉之例以及引文俱見《朱子語類》，卷 83，頁 2155。 
243 〈乞脩三禮劄子〉，《朱子文集》，卷 14，頁 471。 
244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29。 
245 〈乞脩三禮劄子〉，《朱子文集》，卷 14，頁 471。 
246 「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

二十餘篇。」此語為鄭可學記，應是 1291 年時的情形，當時朱熹字說已經得了二十多篇，然而

到朱熹過世前，他仍頻頻吩咐弟子修禮之事，是時仍未修成。直到他去世後《儀禮經傳通解》

才付梓，但仍非完成之作。引語見《朱子語類》，卷 84，頁 2186；過世前仍安排修禮參見《朱

熹年譜長編》，頁 1409-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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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247 

朱熹認為古代的禮在今天難以施行，他期待未來會出大聖人，重新整理古代禮

儀，讓人重新領略禮意。整理過的禮細節不需一切跟古人一樣那麼繁瑣，只要

仿效古禮的大意即可。 

從這段話中，朱熹認為最重要的是抓到禮的意思，至於禮的具體儀式則從

「今人所行禮中刪修」即可，248不必一一從古。朱熹何以不主張恢復古禮原

貌？首先，禮儀紀錄本身有很大的限制，古禮的儀式考據有許多難處，如宅

田、士田、賈田這些制度究竟是什麼？249由於流傳資料的限制，無法得到確

解，若硬是去考證，則恐「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還是無法盡知切確儀

式。250再來，即便真能精確考證出古代禮儀，這些禮儀未必適合當代，朱熹曾

說「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251過去的儀式，也就是「文」，不能

符合當代的需要。禮的儀式需要因時制宜，這或許是朱熹希望從當時禮儀刪修

成新禮的原因。 

禮儀需因時制定，研究過去的禮儀重點在於知禮的大綱，這些大綱固然對

為學有幫助，但是並不切身。所以朱熹並不主張以禮作為學問首要之事，在為

學次第中也將禮置於其後。曾有弟子問朱熹看《禮記》的意見，朱熹認為跟朝

廷有關儀式性的篇章不切於日用，只看部分節錄即可。252又有弟子問朱熹《周

禮》，朱熹回答：「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

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

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253朱熹直說不敢叫人學《周禮》，因為在他的為學概念

中，首要之務是學習切於自己身心事務。學《周禮》在為學順位中是很後面的

                                                        
247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78。 
248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77。 
249 《朱子語類》，卷 86，頁 2219。 
250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86。 
251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77。 
252 《朱子語類》，卷 87，頁 2225。 
253 《朱子語類》，卷 86，頁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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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這一段話既說明朱熹對《周禮》的看法，也顯示他以切己為主的為學次第

觀念。 

 

七、朱熹對《五經》的疑慮 

總結前面朱熹對於《五經》的各種疑慮，大致歸納成三點。首先是考證問

題，《詩》、《書》、《儀禮》、《周禮》倚賴精細的訓詁以及豐富的背景知識，這對

經書中所承載的聖人之意造成巨大的隔閡。第二是書本性質，朱熹認為《易

經》是為卜筮而作，內容充滿譬喻性而難以理解，《詩經》也因為詩的文學性讓

其中的義理不清，很難就其中內容清楚知道聖人所欲傳達的道理。第三是懷疑

孔子在經書中的角色，朱熹懷疑《詩》為孔子所刪的說法，《書》則對《古文尚

書》有所保留，《春秋》只是史書，三傳的春秋義例並不存在。這讓經書中的

「聖人之心」大大打了折扣。 

朱熹對《五經》的這些疑慮，最終讓他懷疑是否能夠從經書中探得聖人意

旨。他在紹熙元年（1190 年）在漳州刊刻《詩》、《書》、《易》、《春秋》，254然

後寫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

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

次，亦復殽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255 

在這篇寫給孔子、顏回、孟子的祝文中，朱熹先說到《五經》義理，昭明如日

月星辰，可以流傳於世，作為準則，而沒有止境。不幸的，《五經》先遭秦焚書

之災而散逸，又被漢儒穿鑿比附，以至義理錯謬。以致《五經》言詞中深刻的

意旨無法傳於後世，其篇章順序也混亂不明。千餘年而人們還是無法覺察與領

悟《五經》的奧旨。 

                                                        
254 何以獨漏三禮？主要還是朱熹他合《儀禮》、《禮記》為禮的經傳工作還未完成，故先捨三禮

而不刊。參見《朱子語類》，卷 84，頁 2186-2187。 
255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朱子文集》，卷 86，頁 4261。 



doi:10.6342/NTU201804072

63 
 

 朱熹用焚書以及漢儒穿鑿附會為由，認為經書中聖人的「微詞奧旨」已不

得其傳。從朱熹自己對各經的疑慮與保留態度來看，這恐怕不是虛指。前面所

歸結的三個疑慮，以及經書歷史上傳承的問題，最終讓朱熹從當年深信學經可

以「探聖人之心」，到後期勸弟子朋友莫以學經作為首要之務。他說《詩》「通

悟者方看得」、256《書》若細讀「必至穿鑿」、257《易》「不是教人底書」、258讀

《春秋》若胸中沒有權衡則「多為所惑」、259學禮則是「後一截事」。260這讓

《五經》被置於為學次第中後面的位置，找到能成為為學次第中首要之務的讀

物成為朱熹對《五經》評價轉變後的新挑戰，《近思錄》與《四書集注》都在這

個背景下產生。 

 

八、切己的新典籍 

朱熹主張後學讀《五經》方法為「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

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261讀《五經》時，先不必特別理會《五經》的考證

細瑣之處，262只將其道理在自己身上體察，這樣才容易理解聖人的理。朱熹會

有這樣的讀書主張是因他認為讀《五經》是為了「探聖人之心」，而探求聖人的

心是為了提升自己未若聖人的心，提升的方式就是用「聖賢之言反求諸身」，263

也就是用聖賢之言、聖賢之理在自己身上體察。這種讀經的方式也是朱熹所主

張的讀書方式，稱作「切己」。264雖然在朱熹晚年，他認為「詩書是隔一重兩重

                                                        
256 《朱子語類》，卷 80，頁 2082。 
257 《朱子語類》，卷 78，頁 1982。 
258 《朱子語類》，卷 67，頁 1958。 
259 《朱子語類》，卷 11，頁 195。 
260 《朱子語類》，卷 86，頁 2203。 
261 此語時間約在 1191 年，語在《朱子語類》，卷 11，頁 188。 
262 此段翻譯「只如未有六經」參考在此條的下一條語錄：「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

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

崎。」這一條中，朱熹強調讀《五經》只要抓到他的大道理去體察，不要看其中不好理解，需

要考據的「偏曲處」。用這個觀點來看，「只如未有六經」應該指的是就好像沒有《五經》中其

他複雜的文字偏曲處，只取六經的道理在自己身上證明。注解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11，頁

188。 
263 《朱子語類》，卷 11，頁 181。 
264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此條說明讀書需切己的重要性。「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

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這一條更白的說，所有學問需要自己身上去體認，甚至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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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265隔了許多重的說道理的《五經》讓人很難切

己體會其理，故其需要尋覓其他的典籍，但切己仍是他讀經典最重要的原則。 

能讓人切己體會的典籍應該有兩個特質，第一是平易，因為「聖賢之言則

甚明白」，266過於艱澀，需要過多考證知識，光考證就「一齊都昏倒了」，267很

難有餘裕在自身上涵詠體會。第二是精確，也就是能清楚明白理解聖人語言，

這與上面所說的平易是一體兩面。需要太多考證艱澀的學問，讓人很難精確的

理解聖人的意思，《易》、《詩》的比喻性質、《書》的文字、禮的制度，除了很

困難以外，更讓聖人之意不清晰，新的典籍的文字應該要讓人精確掌握。 

《近思錄》作於 1175 年，是時朱熹對《五經》仍未有太多的疑慮，268故他

在《近思錄》的序中，謹言此為入門之書。但隨著他對《五經》的疑慮越甚，

《近思錄》的重要性似乎也因此提升。《近思錄》編輯是以「切問而近思」作為

宗旨，完全符合切己的特性。而因為《近思錄》是宋代當時人的話語，對當代

人來說比較直觀，甚至《四書》更加的平易近人。269在《近思錄》編排過程

中，平易、精確是其重要的標準： 

  張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270 

張載的語錄選到《近思錄》中的是平易可曉者，關陝方言造成其語意不清，不

夠精確，於是被排除在外。《近思錄》擁有作為切己典籍的完美特質，這讓他成

為朱熹所提倡首要閱讀的典籍，道學階梯的入門書。 

 

 

                                                        
書都是次要的。讀書是將過去聖人之意拿來體認的依傍而已。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11，頁

181、《朱子語類》，卷 10，頁 161。 
265 《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14。 
266 《朱子語類》，卷 8，頁 129。 
267 《朱子語類》，卷 84，頁 2186。 
268 按照束景南所說，當時朱熹對經學的看法還不成熟，上面所說對《五經》獨特的看法也還未

形成。參見氏著《朱子大傳》，頁 301-309。 
269 「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語在

《朱子語類》，卷 105，頁 2929。 
270 《朱子語類》，卷 98，頁 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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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子，六經之階梯」──理之大體 

雖然《五經》隔幾重說的特性，讓朱熹對有志於學之人是否能從中探得聖

人之意有了疑慮。但由於「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

271朱熹從未說因此不讀《五經》，只是要先從《四書》讀起，以立其「大體」。

272所謂的大體，也就是理的體，可以說是理的根本規模。273這是朱熹讀書為學

最重要的一環，他曾經就打地基作為先識得大體的比喻：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

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

地上，自家身己自沒頓放處。 

作學問要先認識道理原本的樣子，也就是理的本身，用這個當作地基。以後若

要讀書（蓋房子），一定要先把道理（地基）確實掌握，學問（架屋）才有利基

之處。如果沒有體會道理的大體（基址），即便累積了許多知識（木頭），也非

自己所有，這些知識卻無法安頓自己的身心。 

朱熹這個比喻說到先識得理的大體的重要性，讀《四書》掌握到了理，然

後再用此理讀《五經》，與原本體會的理切身印證，這是朱熹讀《五經》的方

法，這個方法甚至影響了他對於二程學問的解釋： 

（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

指，而達于《六經》。274 

這篇寫在紹熙三年（1192 年）的祠記，可以代表朱熹學問成熟的晚期對於二程

                                                        
271 《朱子語類》，卷 11，頁 190。 
272  余大雅問朱熹初學當讀何書，朱熹回答：「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

急……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後面工夫雖

多，而大體已立矣。」此條不知何時所記，不過從問初學應讀何書推敲，可能是余大雅初從學

朱熹之時，時間在 1178 年左右。此時朱熹對於《五經》的看法仍屬於比較前期，還未與張栻、

呂祖謙爭《詩》、《書》的問題。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13，頁 244。 
273 此處大體非《孟子》中釋作心的大體。解作理的體根據兩條資料「大體，只是合眾小理會成

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此條中說大體是小理的總和，也就是窮理後得到的理，

見《朱子語類》，卷 115，頁 2781；「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

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這裡也說在累積後豁然貫通，認識理的本體。引語見〈答

王子合十二〉，《朱子文集》，卷 49，頁 2222。 
274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朱子文集》，卷 80，頁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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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他說二程之學是以《四書》為準則，用這個準則來解讀《五經》之

學。然而從二程自己學問所述，卻沒有說此以《四書》為原則的學問方法。如

程顥在佛、道學問幾十年後，是「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275用《四書》的所

得到的理當準則，用此研讀《五經》是朱熹的想法，未必是二程學問之道。 

以《四書》之理為根基來解讀《五經》，故《四書》又稱作理解《五經》的

階梯。276在第一章時，曾經討論到朱熹所說的階梯主要指的是提供理解的背景

知識，而藉由《四書》與《五經》之間的關係，可以將階梯所提供的背景知識

解釋成「理」，用理背景知識，或說用理的眼光，才能體認《五經》中的聖人之

意。 

 

十、通理與《近思錄》的價值 

《近思錄》作為《四書》的階梯，《四書》則作為《五經》的階梯。根據階

梯的意思，前者提供背景知識或是道理的大體來理解後者，除此之外，這三個

不同的階層是否有還有其他的意義？我們是否可以依據朱熹說：「語孟工夫少，

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的邏輯作為類比，277推衍出研讀《近思錄》所

需的工夫比《四書》更少，所得卻比《四書》多的結論？從朱熹一生對於《四

書》與《近思錄》的評價，這絕不會是朱熹的看法。278 

《近思錄》與《四書》、《五經》相比究竟是在什麼樣的位置？這個答案或

許在於朱熹對於經書的看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

則無俟乎經。279 

解經的書是用來理解「經」，如果已經通曉經中的義理，那也不需要再花力氣在

                                                        
275 《二程集》，頁 638。 
276 《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96。 
277《朱子語類》，卷 19，頁 428。 
278 朱熹曾言：「某向丱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直將論孟置

於生平所讀文字之最。引文見《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11。 
279 《朱子語類》，卷 11，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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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的書上。同樣的，讀經是為了通曉經中的理，若已得到經中的理，那也不

需要經書了。從這段話中，可以得知朱熹為學讀書最重要的還是在「通理」。他

曾說「讀書已是第二義」也是同樣的意思，為學最重要的還是將理在自身上切

己體會。280《近思錄》、《四書》、《五經》三者都承載相同的理，281在理上沒有

高下之分，只有在其平易度與切己度的差別。雖然朱熹一向強調《四書》的重

要，但切己與平易兩者皆不遜於《四書》的《近思錄》或許比想像中的更為重

要。是以《癸辛雜識》紀載，當時自稱道學之人，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

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282到宋的晚季，號稱道學之人已寡有

讀《五經》之人，但《近思錄》與《四書》仍是道學最常被閱讀的典籍。 

 

 

第二節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為何不錄邵雍 

《近思錄》成書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成為北宋道學的核心，道

統的論述也以北宋四子傳遞為主流。但在朱熹的〈六先生畫像贊〉以及〈滄洲

精舍告先聖文〉都將邵雍、司馬光與四子並列，283而《宋史‧道學傳》也將邵

雍與四子合為一傳。不論是在朱熹當時或是元代，邵雍都有與四子仿彿的位

置，《近思錄》中卻沒有任何一條邵雍的言論。連朱熹自己在晚年都嘆息：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入。近看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

                                                        
280 《朱子語類》，卷 10，頁 161。 
281 朱熹曾說：「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只不過都「重三疊四說在裏」。所有經書所言的

道理都一樣，只是用的言語或是形容詞不同。孔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一樣的道理，只是許

多不同「頭面」有差，但道理始終是共通的。這段話把《論語》、《孟子》、《尚書》、《書經》串

聯起來，引語見《朱子語類》，卷 118，頁 2852；另外朱熹與陸九淵論辯無極的問題時，也用

一樣的邏輯，說伏羲、周文王、孔子、周敦頤對《易經》各有不同的說法，不過「先聖後聖，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太極、無極只是「頭面」的不同，他們終究指向同一個理，在此，他把

《周易》、〈易傳〉、《太極圖說》連成一體。其餘亦可以此列推。引文見〈答陸子靜五〉，《朱子

文集》，卷 36，頁 1440。 
282 ［宋］周密，〈道學〉，《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69。 
283 ［宋］朱熹，〈六君子畫像贊〉，《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85，頁

4209-4210；〈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朱子文集》，卷 86，頁 4267-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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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284 

為何朱熹在編《近思錄》時獨漏掉邵雍？朱熹對於邵雍甚為推崇，沒有將邵雍

納入《近思錄》必定有他的考量。分析朱熹編《近思錄》不載邵雍的原因，可

以更進一步的釐清《近思錄》的性質。 

以下將先討邵雍學術對朱熹的影響，邵雍學術中的數術、太極與心性的觀

念都為朱熹所重，說明這三個部分對朱熹的重要性後，進而思考這些內容是否

適合放入《近思錄》中。朱熹最終捨邵雍而不載於《近思錄》是基於什麼考

量，再由這個角度來審視編定《近思錄》的功用。 

 

一、邵雍的數術 

數術與理氣之間的關係密切，285朱熹甚至直言，他認為「氣便是數」。是以

雖然程頤、程顥兩人並不措意數術，286朱熹對數術卻多有研究。朱熹對於數術

的看法多採自邵雍，於時運變化等問題每以邵雍為對，尤其看重他的元會運世

的三統說：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

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

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

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

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287 

關於三統的解釋，朱熹獨信邵雍，認為其他「諸儒之說為無據」。288《論語集

                                                        
284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00，頁 2553。此條為黃

義剛所記，可能在 1193-1200 年之間。 
285 「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語在《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6。 
286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

孔子處。」語見《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2。 
287 《朱子語類》，卷 24，頁 596-597。另外朱熹對邵雍元會運世的推崇可參見錢穆，《朱子新學

案》第二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87-89。 
288 《朱子語類》，卷 24，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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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解釋「周因殷禮」與「夏時」都有參考邵雍的三統說。289 

雖然朱熹相信邵雍的數術，數術精微之處，也能觸及天理。但畢竟還是在

器的層次，並不是道的究竟。他對於邵雍過分專於數術頗有微詞，認為邵雍推

到數之極處，已經窺見了天理，卻不介意了。290只是精研數術，與聖人之學還

是不同。291 

朱熹對邵雍過於注重數術不滿，並非否定數術，不過沒把數術放在其體系

的核心位置而已。事實上，當時人批評邵雍數術時，朱熹還是多方維護，比如

林栗、袁樞攻邵雍之數學，朱熹除了修了多封信為邵雍辯駁，並出言譏刺他

們，292認為當時對於邵雍的看法很多是誤解，「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

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293重點還是識得陰陽消長之理，朱熹自己

也深研此道：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

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

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

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294 

可見朱熹一直有將其數術成書的打算，不過晚年以無餘力於此，但還是希望後

世有能繼承此道之人。 

邵雍作為當時數術的大家，朱熹也肯定其數術成就，吸收他的說法。但數

                                                        
289 「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朱熹引漢代馬融注解，認為損益指的是「文質三統」，而

其中三統正是以邵雍的天統、地統、人統來解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3），頁 59；「行夏之時」的夏時，朱熹認為是以寅月（一月）為一年之首的曆

法，根據邵雍的三統論，人生於寅，曆法應該以人的活動為本，故夏以寅為首月。參見《四書

章句集注》，卷 8，頁 163。 
290 《朱子語類》，卷 10，頁 2545。 
291 問：「渠（邵雍）之學如何？」曰：「專在數上，卻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

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語在《朱子語類》，卷 62，頁 1642；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

「大衍之數」便是……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

地！語在《朱子語類》，卷 62，頁 1649。 
292 「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參《朱

子語類》，卷 44，頁 1920。 
293 《朱子語類》，卷 4，頁 78。 
294 〈答陳同甫十一〉，《朱子文集》，卷 36，頁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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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朱熹看來雖然聖人也用之，但仍不如直接探究天理來的了當。晚年雖然感

嘆未能將其數術所得撰成書，但從不復措意來看也可見在他的體系中並非要

角。邵雍對朱熹最大的影響還是在他對太極的看法。 

 

二、《易》學與心性 

邵雍《易經》之學深深影響了朱熹，朱熹曾說：「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

底不得。」295他最推崇邵雍對於太極分化成八卦的說法。他說「《繫辭》所謂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

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296其實邵雍的說法與傳統的有所不同，邵雍將

陰爻陽爻次第上疊，一共六次： 

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

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297 

除了陰陽、兩儀、四象、八卦外，邵雍還多了四個爻與五個爻的卦象，這是

《易經》經文中沒有記載的，但朱熹仍是主張邵雍的說法。298因為朱熹相信： 

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

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

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299 

這套說法是孔子當年傳下，不過諸儒失傳，藉由丹道方外之學流傳後世，邵雍

之說是繼承孔子當年的面貌。 

邵雍易學除了繼承孔子，還有更為古老的成分。朱熹認定邵雍繼承了伏羲

的先天八卦之說。300伏羲依陰陽相生之理作八卦，按照這個順序排列出先天八

                                                        
295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5。 
296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朱子文集》，卷 71，頁 3535。 
297 〈與郭沖晦二〉，《朱子文集》，卷 37，頁 1516。 
298 〈與郭沖晦二〉，《朱子文集》，卷 37，頁 1517。 
299 〈答袁機仲三〉，《朱子文集》，卷 38，頁 1548。 
300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

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氏之《易》也。參見〈答虞士朋一〉，

《朱子文集》，卷 45，頁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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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圖。朱熹由於相信邵雍先天八卦圖，甚至因此懷疑傳統周文王重卦的說法。

301先天圖在朱熹的體系地位直可追周敦頤的太極圖，他曾經比較這兩者：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

《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

《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

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

排也。302 

太極圖的義理已經包含在先天圖中，但是太極圖更加的精要而清楚。兩者恰恰

可以互相補充，共同構成朱熹論述太極的重要依據。 

朱熹認為《易經》「本是卜筮之書」，303此點已在上節詳述。在卜筮之書上

要推出道理，很容易有割離之弊，使道理跟易經的本意毫不相干。當時人說

《易》往往有此問題，304尤其以程頤的《易傳》最為嚴重。朱熹說：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

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

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305 

《易傳》道理及精微，但卻與《易》卜筮的本意不合，朱熹甚至直接的說「易

傳言理甚備，象數卻欠在」、「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306再再的指出程

頤《易傳》在道理固然可參，但由於與卜筮本質的分離，故不夠精準。舉重卦

問題而言： 

                                                        
301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89-

90。 
302 〈答黃直卿三〉，《朱子文集》，卷 46，頁 2105-2106。 
303 《朱子語類》，卷 66，頁 1626。 
304 比如說張栻便如此，朱熹曾言：「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

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南軒

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與見《朱子語類》，卷 66，頁 1622。 
305 《朱子語類》，卷 67，頁 1651。 
306 《朱子語類》，卷 67，1651-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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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叠成六畫，八卦上叠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

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

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

他不得。」307 

朱熹批評了程頤將疊卦順序僅分成八卦、六十四卦兩個階段。採用邵雍一而

二、二而四的六次疊卦，來解決程頤在八卦（三爻）前欠缺兩儀、四象的問

題。用邵雍的太極分化以及〈先天圖〉可以補充《易傳》的差失。308 

除了對於易學的幫助外，朱熹也屢屢提及邵雍對心、性的解釋，尤其看重

《擊壤集》序言中的一段話： 

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

之舟車也。309 

朱熹這段話可以清楚的解釋性、道、心之間的關係，心可以將性中的道，也就

是仁義禮智發揮出來，310而道散在萬事萬物上，看起來各自殊異，飄渺而難

知。若在人所稟賦的性上求道，便能具體的理解道，發現道的本質。此段討論

道與性之間的關係可以與《中庸》「率性之謂道」相互補充。311 

 

三、《近思錄》不列邵雍的原因：文章體例 

邵雍的數術在朱熹在朱熹的體系中並沒有擔任要角，但是他的易學以及心

性論都對朱熹理氣論的構成有很大的幫助。但朱熹卻沒有把邵雍的一言一語放

                                                        
307 《朱子語類》，卷 67，1651。 
308 張忠弘，〈論朱熹對程頤易學的批評〉，《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評論》第 49 期（2015，臺

北），頁 128-144。 
309 《朱子語類》，卷 59，頁 1382。 
310 「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卻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

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

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語見《朱子語類》，卷 4，頁 64。 
311 此段大意取自朱熹解釋「性者，道之形體」的話語，原文為：「『性者，道之形體』，乃〈擊

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

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此語見於〈答方賓王三〉，《朱子文集》，卷

56，頁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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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思錄》中。312《近思錄》卷首的〈道體〉其中有多條討論心、性、道的

條目，《擊壤集》序中的「性者，道之形體也」，或者朱熹晚年自嘆的「天向一

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都適合編入卷一道體之中。《近思錄》採取《易

傳》文字最多，若選邵雍《易》學的數語，或許可以平衡《易傳》作為道理之

書與《易經》本意落差的問題，如何被朱熹譽為任何事理「無不洞見」的邵雍

沒有被選入隻字片語？313 

先說邵雍著述體例的問題，《近思錄》通篇沒有引詩，邵雍著作《擊壤集》

三千餘首全是詩。其他只有《皇極經世》、《觀物內篇》以及〈漁樵問對〉少數

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主要是易學與數術，其中朱熹最為推崇的〈先天太極

圖〉只有圖而沒有文字，不似周敦頤的〈太極圖〉尚有〈太極圖說〉作為說

明。易學、數術之說也跟《近思錄》切身及於日用的宗旨不合。其他文章絕

少，真要選入也不易尋得適合的段落，材料限制在邵雍身上一個大問題。 

 

四、《近思錄》不列邵雍的原因：數術的特質 

邵雍學問中，以數術之學是其主要核心，朱熹曾說：「把氣運言之密則為

數，便是康節之學。」314邵雍用數來推演陰陽五行，自然有他的長處，朱熹在

討論陰陽五行之學時曾經拿邵雍、張載與周敦頤作比較：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

『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

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315 

邵雍透過數術推衍，方法明確，層次有序，朱熹用「法密」來形容。因為方法

次第井然，所以顯得很有條理。朱熹用引邵雍兒子邵伯溫（1057-1134）紀錄程

                                                        
312 邵雍之語其實有出現在卷五的第十五條。不過此非引邵雍之書，乃是程顥引邵雍之語，仍不

出於引用《二程遺書》的體例，故不計入。考證見於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82），頁 315-316。 
313 道理無不洞見參見《朱子語類》，卷 34，頁 885。 
314 《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 103。 
315 《朱子語類》，卷 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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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之語來印證，程頤曾說對於陰陽五行，天地萬物變化的了解，唯有周敦頤與

邵雍說的如此深入，只是邵雍用數術推演，比周敦頤更有條理。關於這段紀錄

還有段小插曲，朱熹的好友張栻認為程頤未必說過這段讚賞邵雍的話，認為是

邵伯溫妄自杜撰，但朱熹相信程頤的確如此推崇邵雍，此段話應該確實無誤。

故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時，也將此段話納入其中。316  

雖然邵雍數術的推衍細緻且層次分明，而且最終也可以通達到理，但是朱

熹認為數術的推演仍是不如直接從理處看： 

「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

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數術講「陰陽相接處」格外分明，但容易流為細瑣。不像用理來看用處大且

「周遍」。317從數術看與從理看的差異造成對於理的「大體」理解是否純粹瑩

透：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

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318 

邵雍之學大體未如程頤之學純粹，以至於雖然能盡事物變化，仍然空有其表，

實質上總有欠缺。朱熹曾經用蓋房子來比喻，就好像一棟房子圍牆與外觀都已

經很完整，但走進屋內看，房子的骨架卻都還沒有蓋好，此正是邵雍以數術推

衍會出現的問題。319數術雖然也是達於理的途徑，但數術本身推衍的特質易有

瑣碎之病，致力於陰陽變化論述反而造成說理的大體不夠純粹瑩透，這些都是

                                                        
316 《伊洛淵源錄》引了此段話的前段讚賞周敦頤部分，見於［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收於

《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12 冊，卷 1，頁

926。 
317 「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

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

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語見《朱子語類》，卷 71，頁 1794。 
318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2。 
319 蓋房子的比喻原文為：「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灑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

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卻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牆

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

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語在《朱子語類》，卷 40，頁 1038；另外一則幾乎同的論

述在《朱子語類》，卷 28，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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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之學難以忽視的缺陷。 

 

五、《近思錄》不列邵雍的原因：機權術數 

雖然邵雍之學駁雜不純，於理的大體上未盡瑩澈，但也不至於毫無可取之

處。朱熹對於二程、張載也非完全沒有批評，這些見解不同並不害於朱熹採納

他們的看法到《近思錄》中。320即便邵雍之語確實有不善之處，朱熹仍可選

入，然後照自己的意思改動。《近思錄》常常稍微剪裁其選文，而程頤的〈顏子

所好何學論〉更被增刪 268 字之多，321間有一二處朱熹覺得不妥的地方，未必

會成為入選的限制。或許真正的問題是邵雍之學有權謀跟異端的傾向。 

程顥作邵雍的墓誌銘，認為邵雍之道「純一不雜」，322但是朱熹卻不同意這

個看法： 

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

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

之，亦不可謂不雜。」323 

朱熹將邵雍比作張良，邵雍用「術」來處理事物，與張良如出一轍，這是邵雍

之道不純摻雜之處。與張良相似的確切意思是什麼？結合朱熹對張良的評價會

更加清楚。朱熹認為張良深得老子以柔克剛之道，善用忍讓欺敵，他舉了兩個

例子，劉邦在攻打嶢關時張良先買通秦將，假意勸降，然後趁其不備攻破嶢

關；劉邦與項羽和談，以鴻溝分楚河漢界，張良勸劉邦趁機一股作氣，消滅楚

國。324朱熹認為這是張良善用老子「推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所作出

                                                        
320 朱熹並非同意所有入選《近思錄》中的條文。撇除呂祖謙主張選入的《易傳》，仍可以找到

許多條目後來學生與朱熹討論時朱熹持反對意見。比如說卷 3 第 55 條關於《易傳》的看法、第

65 條對《春秋》經傳的討論、第 69 條對《唐鑑》議論的評價，朱熹意見都與程頤相左。此三

條原文與朱熹對原文的討論見於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222；頁 231-232；頁 234。 
321 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26-127。 
32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27，頁 12728。 
323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3。 
324 朱熹舉張良謀略嶢關、鴻溝見《朱子語類》，卷 125，頁 2987。 



doi:10.6342/NTU201804072

76 
 

的謀略。325張良最後功成身退，在漢初各種擾亂與政爭中獨善其身而不出面調

解。326張良早年善於權謀，而晚年獨善其身，這是朱熹對於張良的印象，這兩

點也是朱熹認為邵雍之學問題所在。邵雍數術推衍本來就有計算的特質，正如

同張良在平定天下的謀略算計，這也讓邵雍的學問難免於「機權術數」而不夠

純粹。327邵雍終身隱居，並非無有為進取之心，只是碰到困難後就明哲保身，

退隱自樂，正如張良晚年。328權謀計算則駁雜不純，退隱則類於楊朱為我，329

兩者皆非儒者之道。所以錢穆認為，邵雍之學不能無雜以及機謀權術正是朱熹

《近思錄》捨棄邵雍的關鍵。330 

 

六、《近思錄》不列邵雍的原因：異端氣味 

邵雍學術有好權謀的一面，固然是個問題，但對朱熹而言，邵雍學術最大

的致命傷是其與老子、莊子、佛家近似，恐怕把後輩儒者引導到佛老「異端」。

朱熹屢言邵雍學術有老、莊的味道，邵雍曾經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

用」，朱熹批評如此體用二分，331在朱熹體用觀念的用法中，體與用不能相離，

老子得到《易》的體，那此《易》的用便會帶有道家學說，反之亦然，孟子所

得《易》的用，其體也不會是老子所領悟道家的體，邵雍的說法違背了朱熹

「體用不離」的原則，332把老子與孟子混做一談。333朱熹也常把邵雍比做莊

子，雖然跟莊子比較起來，邵雍還「略有規矩」，334不像莊子完全的「無禮、無

                                                        
325 《朱子語類》，卷 137，頁 3266。 
326 「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語見《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4。 
327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3。 
328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

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語見《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5。 
329 邵雍退隱與楊朱相類《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4。 
330 《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 93。 
331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3。 
332 許滸，〈朱子體用思維之淵源、性質與理路〉，《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2017，臺北），

頁 161-163。 
333 除此條外，朱熹也說邵雍「以天下觀天下」之說出自老子，見《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5。 
334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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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是對於大體還是疏略不修。335除了老莊，朱熹也說過邵雍之學與佛家相

近，只是用陰陽消長之理掩飾。336這些都顯示出邵雍學問有近於異端的性質。 

雖然朱熹明白指出邵雍之學的異端傾向，但整體而言，朱熹仍是肯定邵雍

是屬於儒者之學：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

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

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337 

朱熹在答覆汪應辰（1119-1176）的書信中，強調邵雍之學固然與二程不同，但

是相信儒者之道，且「不雜異端」，不應該因為其道與二程不同而貶低邵雍。雖

然邵雍之學發揮事物變化幽微之處，與佛老恐怕有些類似的地方，但他仍然相

信自己，不受到異端的汙染，其看法必定有確實之處。從信中的內容來看，邵

雍之學雖然有異端的氣味，但仍不害於作為儒者的本質。這種矛盾特質是否適

合納入《近思錄》中呢？ 

《近思錄》第十三卷的主題為〈異端之學〉，其中第二條恰巧可以回答這個

問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

「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

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

遂至楊墨。338 

儒者用心於正道之上，不容有絲毫的偏差。即便一開始偏差的不多，但任由偏

差發展，最終將無可挽救。子張與聖人中道相比，只是愛人較多了一些，其末

則至於墨家兼愛；子夏與聖人中道相比，只是愛人稍微少了一些，其末則至於

                                                        
335 《朱子語類》，卷 40，頁 1027。 
336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4。 
337 〈答汪尚書四〉，《朱子文集》，卷 30，頁 1143。 
338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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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朱的為我。他們本來都是儒者，稍加過與不及，其末流發展則為墨家與楊

朱。程頤的說法彰顯了偏差的危險性，哪怕一點偏差不察，發展到最後便成異

端之學。邵雍的異端傾向雖不害其為純儒，但難保把他的言行風範載入《近思

錄》中不會讓後學走偏。事實上，當時邵雍的言行已經對後學造成了一定的影

響：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

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

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

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339 

後輩儒者不喜拘謹，讀書不精細周詳之人都說是仰慕邵雍為人的舒放簡便。雖

然朱熹認為邵雍的形象是建立在其腹中包含古今宇宙的學問上，不是這些後輩

可以輕易模仿的，仍可見在當時邵雍的學風的確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 

 

 

第三節《近思錄》與道統的系譜完成 

一、朱熹之前的「道統」觀念 

過去學者追溯朱熹道統的根源，多舉孟子（372-289 BC）、韓愈（768-

824）、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程頤（1033-1107）諸人作為朱熹

道統的前聲。340他們雖然未明確點出「道統」一詞，但對於傳道的觀念與朱熹

彷彿，故多以之與朱熹道統相較。然而，若詳盡的分析他們這些人對於聖人系

譜的用法，會發現他們有各自使用的脈絡，並不容易以一個概念來概括。 

首先是《孟子‧盡心篇》： 

                                                        
339 《朱子語類》，卷 100，頁 2542。 
340 張亨、陳榮捷都將孫復、石介視作北宋道統之說，張亨認為此兩者「寬泛的道統概念」，見

張亨，〈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臺北），頁

32-34；陳榮捷將孫復、石介視作道統譜系見其〈朱熹道統觀之哲學性〉，《新儒學論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5），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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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

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341 

此處孟子用「五百年有王者興」的理論，342感嘆過去每逢五百年左右王者興

起，當世賢人得親身經歷王道，以此王道輔翼王者統治天下。後代王者也可循

跡聽聞王道，成為下一位五百年一出的王者。現在離孔子方百年，卻已無見而

知其道之人，恐怕將來也不會有聽聞知其道的人。343朱熹對於孟子這番話下的

按語為：「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

窮也，其指深哉！」又特別點出程頤為程顥寫的墓誌中「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

已。」344隱隱然有將孟子的五百年王者興與道統傳續結合為一，但審視孟子的

原文，雖然五百年一出的王者能聞得五百年前王者之道，但文中卻沒說王者

「繼承」了上一任王者的道。將聽聞前五百年王者之道解釋成道統互相繼承遞

傳的，這是朱熹的發明，「非孟子之本旨」。孟子此段話主要是在感嘆過去聖人

能行道天下，對比孟子所處的時代，是孔子，或是私淑孔子的自己，皆不得行

道的機會。345這是孟子對於道不得行的感嘆。 

韓愈〈原道〉：「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34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76-377。 
342 《四書章句集注》，頁 250。 
343 此段解釋採用朱熹注解引林之奇的說法，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377。 
344 兩段引文俱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377。 
345 蔣伯潛，《新刊廣解四書讀本‧孟子》（臺北：商周出版社，2011），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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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明確點出道之所傳，與朱熹道統觀念比較相像，朱熹說他已經「見得大綱」，

347說是朱熹道統的先聲亦無不可。但在韓愈以後，其他人並沒有這麼有意識的

使用道統，所言更接近一種歷舉赫赫先儒或是遍數古代聖王的概念。比如說孫

復，他批評過去儒者若非雜於楊墨佛老，便好艷詞虛文「無一言及於教化者」，

惟有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至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雜」。348他高度讚揚此

四個儒者，但沒有將之視作道統相傳的意思。他在〈兖州鄒縣建孟廟記〉表彰

孟子、揚雄、韓愈，同樣是基於「有大功於聖門」的邏輯。349 

同時代的石介想法與孫復很類似，他在〈上趙先生書〉中說： 

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

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

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350 

石介引用孟子五百年生一賢人的話勉勵趙姓友人，一一舉列孔子、孟子、揚

雄、王通、韓愈，期待能立志如過去大儒，方不虛生於世。這只是以前賢勉勵

朋友的話語，並沒有明顯道統傳承的意味。石介在〈怪說〉中的確曾有「周

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也」的說法，351此只是強調聖賢之道相同，並不涉及傳承。否則聖道豈是這麼

容易便可從韓愈直接傳到趙姓友人。北宋在朝廷上因規勸帝王的需要，常常援

引古代聖王。這種聖賢譜系的援引非常頻繁，堯舜禹湯的列舉已經是朝堂中的

習語。352 

朱熹的道統觀念直接來自於程頤，他在〈明道先生行狀〉中說：「自孟子

                                                        
346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8。 
347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卷 137，頁 3261。 
348 ［宋］孫復，〈答張洞書〉，《孫明復小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0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 32下。 
349 〈答張洞書〉，《孫明復小集》，頁 33 下。 
350 ［宋］石介，〈上趙先生書〉，《徂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之上，頁 8。 
351 〈怪說中〉，《徂徠集》，卷之下，頁 74。 
352 陳逢源，〈宋儒聖賢系譜論述之分析－－朱熹道統觀源源考察〉，《政大中文學報》第 13 期

（2010，臺北），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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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353這邊的

確清楚的勾勒出孟子承繼《中庸》之道，而千載以下竟無傳人。程頤這段話的

確與朱熹道統觀念非常的近似，不過寫於行狀，更像是盛讚其兄長之辭而已。

在朱熹與其後學道統系譜中位居首要的周敦頤，與時常在道統之列的張載都不

在程頤的考慮之內。雖然程頤的說法已經不是簡單的列舉前賢，而有將過去之

道直接繼承到他們兄弟身上的意味，但與朱熹晚年點出系統完整的道統，畢竟

還是比較簡單。 

不論是孟子五百年有王者出，北宋石介、孫復的列舉先賢，還是朝廷上的

援引聖王，彼此意義不大相同，但都與朱熹以後的道統觀念有一定的差距。在

朱熹有意識的使用道統，並用此道統來界定學問傳遞與自家門派之前，除了韓

愈，並沒有嚴格關於道統相傳的想法。程頤對於道統的使用，也不過敘述其直

傳自孟子的氣魄，這些都使朱熹創建的道統更加的獨特。 

 

二、朱熹的道統 

朱熹的道統最清楚的描述在於淳熙十六年（1189）勘刻《四書章句集注》時

為《中庸》與《大學》寫的序。在〈大學章句序〉中，朱熹說：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也……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

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敎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敎，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

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河

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

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

                                                        
353 ［宋］程頤、程顥，《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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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於世。354 

序文一開始說明《大學》是古代大學教人之法，此法是古代能盡仁義禮智之性的

聖王治理、教導人民，使人民得以全性之法。盡性得受天命為萬民之君的有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這裡列舉諸聖王是強調他們同享禮樂設立之本的古代大學

教人之法，並沒有明顯的點明傳遞統緒，所以不言孔子得聖王之傳，而說夫子「取

先王之法」。孔子以下，三千弟子都得聽聞其大學之法，曾參獨得要旨，故與其

門徒作《傳》，孟子以後，則默默無聞，直到二程在上接孟子，推崇《大學》，並

重新編次，以發《大學》的義理，《大學》教人的方法，以及聖賢相傳的要旨，

因之重新彰明於後世。 

此篇序言的主旨在於「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所言僅是《大

學》這套教學、禮樂製作之本的傳承，對於道統傳授的意思不那麼明確。但〈中

庸章句序〉卻與開展出與《大學》之序很不一樣的面貌。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

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

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

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

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

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

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

書，以詔後之學者……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

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

                                                        
354 《四書章句集注》，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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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不傳之緒。355 

序的一開頭就點明了有所謂的「道統之傳」，這個道統來自上古未有文字時的聖

神之人，見之於文字，則為《尚書‧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上古時未有文字，堯則化成一言以授舜。舜傳禹時則敷衍成

四句。此四句話並非常人皆可受得，唯有聖人才能相傳，所以說「聖聖相承」。

此先聖之統經由聖君賢臣傳至孔子、顏回、曾參，再傳到子思時，距離聖人之

時已久而異說四起，子思擔心統緒因時間推移而逐漸失真，於是以堯舜四言相

傳之義為本，參照孔門之言，著成《中庸》，以示後之學人。此書雖非珍祕自

藏，但能推明其中先聖之統的只有孟子，在孟子以後被埋沒千餘年。直到二程

兄弟再度考得書中之意，得續千載之統。 

序言中所揭示的道統概念原本未成文字，而是後來聖王相傳時的話語，最

後才由子思著成《中庸》。也就是說，道統的重點並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話

語背後的道。此道所傳之人並非泛泛，常人即便得聞其言，得觀其書，也未必

得傳其統，這是何以子思所著《中庸》昭昭千餘年，只有孟子、二程能明白此

書，承接道統。此處道統的用法與相對於《大學》主要針對「為學」之法不

同，直指先聖之道的傳承，是朱熹諸多道統相似觀念中最為嚴謹清楚的。 

奇怪的是，周敦頤沒有在此道統譜系之中。朱熹言及道的傳承，都強調二

程受周敦頤之學，並且不惜與汪應辰、張栻反覆說明。356事實上，在此前兩年

的淳熙十四年（1187 年），朱熹已經暗示二程傳承的孔孟道統是來自周敦頤。

朱熹在〈周子通書後記〉中說：「（周敦頤）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

源，因可概見。」357雖然周敦頤的師承不明，但是可以從得到孔孟不傳正統的

                                                        
355 《四書章句集注》，頁 14-15。 
356 與汪應辰討論周敦頤與二程授受的關係見於［宋］朱熹，〈答汪尚書五〉，《朱子文集》（臺

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卷 30，頁 1143、〈答汪尚書六〉，《朱子文集》卷 30，頁 1146-

1147；張栻不完全同意周敦頤與二程的傳授關係見〈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

《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頁 39。 
357 〈周子通書後記〉，《朱子文集》，卷 81，頁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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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曾經受學的事實推出周敦頤對傳承孔孟正統有其貢獻。在刊刻《四書章句

集注》後四年（1193 年）寫的〈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朱熹將此意見說的

更加清楚： 

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

大明……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358 

這裡便明白說周敦頤得到孔孟不傳之緒，並把此道之端緒傳授二程，才讓斯道

得以大明於世。對於在州學祭祀周敦頤的原因為「尊嚴道統」，清楚的將周敦頤

放在道統的序列之中，與〈中庸章句序〉有明顯的矛盾。 

朱熹對於道統譜系的矛盾不止此一端。朱熹作〈六先生畫像贊〉，359特別列

舉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司馬光。此六人並列的情形在〈滄洲精

舍告先聖文〉有所說明：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

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

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

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

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

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360 

此文作於紹熙五年（1194 年），將道統系譜從伏羲、黃帝說起，到孔子集其大

成。孔子三千弟子中，獨顏回、曾參得道宗之傳，子思、孟子又將此道統發揚

光大，自此之後失真有千餘年之久，方有周敦頤、二程繼受其統。而邵雍、張

載、司馬光之道也與之同歸，隱隱然也有其接續道統之意。最後在滄洲竹林精

舍祭祀從祀有周敦頤、二程、邵雍、張載、司馬光與朱熹的老師李侗。 

此篇文章寫於朱熹六十五歲時，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幾乎都已完成，可以代

                                                        
358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朱子文集》，卷 80，頁 3698。 
359 〈六先生畫像贊〉，《朱子文集》，卷 85，頁 4209-4210。 
360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朱子文集》，卷 86，頁 4267-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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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考慮所有因素後最終的想法。在這裡，他清楚的把周敦頤、二程放入道統

的傳承譜系。張載、邵雍兩人道雖同歸，但畢竟其學頗有不同，仍不免有分別

之意。361司馬光則不過是旁及於理，朱熹的老師李侗甚至不在「道則同歸」的

論述之列，這兩人卻也從祀，一如周張二程，這些都讓朱熹的道統觀更加混

亂，也引起朱學後人的爭議。 

 

三、朱熹後學的道統爭議 

朱門後學對於道統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其弟子兼女婿黃榦為朱熹寫的行

狀，他說朱熹「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362朱

熹以前的道統之傳為： 

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

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363 

這個道統跟〈中庸章句序〉的道統一樣，是要「待人而後傳」。在近代周敦頤、

二程、張載繼孔孟之絕，而到朱熹才重新讓道統大明。周敦頤、二程、張載至

於朱熹，這個傳承是後來流傳最廣的譜系。364但在朱熹言道統相關的論述之

中，並沒有直接將四人並稱的例子。即便是黃榦自己有多有所變化，365同樣在

                                                        
361 陳榮捷以此論張載、邵雍畢竟並非正宗。見〈朱子與道統〉，《新儒學論集》，頁 109。 
362 黃榦，〈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收於《朱子文

集》，附錄三，頁 5410。 
363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收於《朱子文集》，附錄

三，頁 5418。 
364 〈朱子道統觀之哲學性〉，《新儒學論集》，頁 124。 
365 黃榦的不一致頗值得令人玩味。他所說的道統似乎會因應主題而改變。如下面所說「周程張

邵之書」，未必是邵雍本人學問繼承了孔孟的道統。結合此段上下文討論的是朱熹的著述，此處

特別指涉的事邵雍的易學與〈先天圖〉，朱熹曾稱讚邵雍易學為「孔子之說」。但是邵雍本身未

必承繼道統，但他的著作卻繼承的孔子。所以這裡點明是邵雍之「書」；黃榦在〈聖賢道統傳授

總叙說〉沒有提到張載，此文從〈中庸章句序〉堯傳舜、舜傳禹四言開始說起，開始一路敷衍

每個人有什麼學說貢獻道統，每個人傳遞給後繼者的道是什麼。在這裡主要可以說是黃榦心目

中道學核心思想的傳遞與描繪，最後朱熹得此道學思想集大成。此處所點出的人是黃榦認為對

朱熹之道影響最鉅者，不在所記之人不代表對道學毫無貢獻，也未必被道統排除於外。相較於

前兩者各有「著作」、「朱熹承繼的道學核心思想」作為條件，行狀最後「周程張子繼其絕」直

指「道統」本身，最適合當黃榦道統的依據，這或許是《宋史‧朱熹傳》採用此版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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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狀中，有「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366此處道統加上了邵

雍，認為邵雍的著作也可以繼孔孟道統；而黃榦的〈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卻

將張載與邵雍剔除。367對於這種紛亂的情形，張亨先生認為，朱熹的道統觀念

還比較開放，所以將邵雍、司馬光放入道統系譜中。到了黃榦反倒狹窄的將二

人剔除，甚至連張載也不免，悖離了朱熹的理念。368 

對於道統譜系的不一致在朱學再傳後更加的嚴重，每個道統譜系依據的根

源也不大一致。朱熹〈六君子畫像贊〉以及〈滄洲精舍告先聖文〉也常被用來

作為討論道統的依據。以下舉兩個例子討論此情形，首先是宋度宗討論道統與

從祀學官問題： 

今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尚為闕典。先皇帝推迹道統之

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

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又從祀邵雍、司馬光，詔曰：「邵雍天挺人豪，

英邁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張、二

程俱……因思朱熹所贊，以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闕歟！其令學

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369 

原本臨安太學的大成殿中，附祀於孔子只有顏回、孟子，曾參、子思並不在其

列，當時人上奏認為這是一個缺憾。在討論配饗的人選時，建議依據宋寧宗的

〈道統十三贊〉。此篇文章已佚，370但大致可以推論，應該是為十三位道統授受

的聖賢作贊。這十三人中，有孔子、顏回、曾參、子思、孟子，正是宋寧宗給

予後人配饗的參考。 

                                                        
366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收於《朱子文集》，附錄

三，頁 5414。 
367 黃榦，〈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勉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3，頁 17上-19下。 
368〈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頁 74-76。 
369 寧宗對學官的討論語在臨安學官的刻石，見［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收於《宋元方志

叢刊》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11，頁 3452b-3452a。 
370 宋史中亦有寧宗作〈十三贊〉之事，但也沒有紀錄內容。見［元］脫脫等，《宋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7），卷 42，頁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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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曾參、子思升上大成殿配饗之後，再來討論邵雍、司馬光從祀的問

題。宋度宗下詔，稱讚了邵雍與司馬光，特別強調朱熹過去寫〈六君子畫像

贊〉時將兩人與周張二程並列。考慮到朱熹贊文中提及的六人僅祭祀周張二

程，遺落的邵雍與司馬光，豈非缺憾。於是宋度宗下令學官將邵、馬也列為從

祀，以示推崇褒獎之意。 

這在太學上的刻石可以分成兩點來分析，首先，這雖然是討論從祀人選，

並非直接論及道統。但從祀的依據是宋寧宗〈道統十三贊〉以及朱熹的〈六君

子畫像贊〉。宋寧宗〈道統十三贊〉應該是贊道統授受聖賢，而祭祀以此為憑

據，道統與祭祀兩個問題在宋度宗時應該非常緊密，是否有道統授受是祭祀人

選重要考量，而受到祭祀的人選可能也因之進入是否有承繼道統資格的討論，

祭祀人選可能改變道統譜系的想像這一點在下面熊禾的例子更為明顯。第二，

因為道統與祭祀的複雜關係，在討論邵雍、司馬光是否能進從祀之列時需要更

多正當性的支持，宋度宗藉著朱熹〈六君子畫像贊〉肯定邵、馬，認為他們得

以與周張二程同入從祀的行列，朱熹的贊文在此有著近於〈道統十三贊〉的功

能，成為道統譜系的討論依據。 

上述所說的這兩點在朱熹後學熊禾（1253-1312）在元大德七年（1303

年）寫的〈三山郡泮五賢祠記〉更為清楚： 

僕于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黌中，為夫子燕居，配以顔、曾、

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濓溪、明道、伊川、横渠、晦菴五先

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廟。表章

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大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

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

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

也……若夫邵、馬及張、吕諸賢，固已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

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為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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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傅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為擬也。」……

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

焉。371 

熊禾福州的郡學中，以孔子為主，配饗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宋代僅以周張二程朱是為了尊崇「道統」。當時有人質

疑，太學、郡縣之學都因朱熹的〈滄洲精舍告先聖文〉中有提及邵雍、司馬

光，故二人得與四子同列從祀之位。福州郡學卻排除二人，這應該違背了朱熹

當時的意思。熊禾對此的回答是，只要有功於聖人之門都可以從祀，但要配饗

孔子，一定要是道統的正傳。邵雍、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已經在從祀之列，

只是邵、馬不配饗孔子，並非將兩人排除。熊禾接著反駁質疑者的依據，他說

〈六君子畫像贊〉只是朱熹景仰前哲之作，並不代表道統；〈滄洲精舍告先聖

文〉把李侗也納如，是朱熹尊敬師承之意，他們各有脈絡，不能以此為道統依

據。下面他為他的意見做了總結，如果此祠之名為「尊道」，代表是為了尊崇道

統而設，配饗就只能是道統承續的周張二程朱熹，其他人不得與其位。 

熊禾這一段話完全呼應了上述兩點。第一，祭祀與道統之間互相影響。熊

禾試著以道統作為判準，能彰揚道統的周張二程朱得以配饗，邵馬有功聖門，

但非道統正傳，只能位列從祀，不得配饗孔子；而詰問者引用了太學根據〈六

君子畫像贊〉將邵馬與周張二程同列，反映了從宋度宗當用寧宗跟朱熹贊為根

據，將邵馬與周張二程同列陪祀，祭祀位置影響了道統譜系的想像。即便到了

元朝，這印象仍根植於許多人的心中。第二，朱熹的〈六君子畫像贊〉、〈滄洲

精舍告先聖文〉被用來當作道統譜系的依據。熊禾比較同意黃榦的看法，篤定

只有周張二程作為朱熹以前的道統傳承。於是他費了許多力氣，分別景仰先

賢、尊敬師傅為由，認為此二篇文章不能作為道統的例證。從這裡可見從朱熹

去世一直到元代，道統系譜仍有許多不一樣的取材。 

                                                        
371 ［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勿軒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8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頁 4 下-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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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禾支持黃榦的道統觀，也希望將之推行於世。在〈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還有段有趣的小插曲。熊禾認為他所堅持的周二程張朱五賢是「萬世道統所

係」，希望將此排序推行到聖人原鄉曲阜。曲阜舊有五賢祠，主要祭祀荀子、揚

雄。當時祠堂已經毀壞，熊禾便與人商量應該把他的周二程張朱五賢版本帶到

曲阜，代替原先的漢唐五賢，「一洗漢唐之陋習」。不過計畫猶未定，福州那邊

已經傳來反對的聲音。當地人對於僅有五人配饗，將邵雍、司馬光以下十四人

移出而大譁。面對這個挫敗，熊禾只能感嘆「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

至於此。」這小故事顯見雖然黃榦、熊禾的道統觀上可以作為《宋史‧道學

傳》編排的依據，下可以說服改易學校祠堂的祭祀人選，但仍非儒林公論，不

同的道統觀仍並行於世。372 

 

四、《近思錄》與道統的關係 

從前文可見，朱熹雖然點出了道統的傳承，但道統譜系並不明確，在〈中

庸章句序〉、〈滄洲精舍告先聖文〉與諸祠記有不少的排列組合，這也直接導致

的朱門後學解釋道統的歧異。《宋史》最終採用了周敦頤、二程、張載作為道統

次序，朱熹自己諸多道統版本中從未獨將此四人作為道統傳承，這個黃榦在行

狀中率先提及的譜系，最後何以成為後學的主流意見？《近思錄》可能對此有

所影響。 

雖然〈中庸章句序〉中沒有提到周敦頤，但在朱熹的祠記中，只要提及周

敦頤在道統傳承中的位置，都將之列於首位。373或許是因為朱熹認為二程曾向

周敦頤問學，並從之傳得〈太極圖〉的關係。374遠在朱熹〈邵州州學濂溪先生

祠記〉明確指出周敦頤承繼道統，並將之授予二程的十八年前，《近思錄》就已

                                                        
372 此段引文與內容具取自〈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勿軒集》，卷 2，頁 7 下-8 下。 
373 如〈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見《朱子文集》，卷 78，頁

3900；頁 3903。 
374 雖然這兩點在當世都引起許多質疑，但因為哲學上的需要，朱熹始終堅持其說。參見〈朱子

與道統〉，《新儒學論集》，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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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周敦頤排於四人之首，然後才是二程與張載；二程與張載的次序在道統問

題上也頗受質疑，張載年紀較二程長，又是二程表叔，在輩分上應於二程之

前，面對這個問題，熊禾以「横渠之學，得于二程」為由，不能以「家庭之私

例論」，375看起來完美的解決了二程與張載的排序，然而《朱子語類》與朱熹的

著作中，從來沒有說張載之學是從二程處得來，熊禾如何得到這個印象？ 

朱熹雖然沒有明言《近思錄》何以用周二程張的次序，但他編排書籍決定

人物順序一向有非常清楚的用意。376前面章節有提到，朱熹在編排每一卷的主

題時有其次第漸進的用心，後學也明瞭此點。《近思錄》作為有嚴謹為學次第的

入門書，四人著作編選的次序是否影響了他們心中對於四子次序的想像，進而

影響到後學對於道統承續的看法，乃至有熊禾「横渠之學，得于二程」說法的

出現？陳淳對《近思錄》與道統作用的一段話或許能提供旁證： 

  （《近思錄》）今令學者先讀之，使知道統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377 

陳淳認為讓現在的人先讀《近思錄》，可以明白現在我們能接續失落千年的道

統，實是周二程張的功勞。陳淳明確點出接續千餘年道統的是北宋四子，而接

續道統的具體展現在於《近思錄》。也就是說，《近思錄》有體現道統的功能，

此書的排序、此書的內容，都能呈現道統的內涵與承續，周二程張的排序不只

是書中排列的方法，也是道統的次序。道統在當時人心中不僅僅是人的系譜，

而是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黃榦在〈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所說道的傳遞。若

將《近思錄》視作道統的展現，那周二程張不僅僅是道統系譜的傳承，更是道

「學」的傳承，最後導致熊禾有了張載之學從二程處得來的印象。 

道統是道的傳承，這個特質讓道統與《近思錄》進一步的發生關聯。朱熹

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允執厥中」作為道統的內涵，也就是道統的「道」。

                                                        
375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勿軒集》，卷 2，頁 8 下。 
376 朱熹編書人物的前後次序都有他的構想。他曾說他的《論孟精義》每個人的編排順序「自始

終有意」，而他也將此用意於人物排序的編排方法應用在其他編的書籍，如《諸臣奏議》。見

《朱子語類》，卷 132，頁 3182。 
377 ［宋］陳淳，〈答李公晦三〉，《北溪大全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3，頁 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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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榦循著朱熹的思路，仿效〈中庸章句序〉進一步的詳細分析歷來道統承繼者

傳承道的內容。378這個道用現在的話來說即是朱熹思想的全體，379或是新儒家

哲學的內涵。380道統的道需要明確的內容，這讓《近思錄》在眾多的道統系譜

中取得優勢。相較於其他系譜依據朱熹的文章支持其人有道統的正當性，《近思

錄》直接呈現了四子的思想，也就是道統實質「道」的內涵，381遠較文章點名

更具說服力。 

在道統系譜的紛亂中，朱熹自己從未提及的周二程張成為《宋史》採納的

傳承次序。事實上，在《近思錄》之前，這四人鮮少合而並稱： 

周張二程同稱四子，同列為北宋理學大宗，蓋自《近思錄》成編，而始

漸臻為定論。382 

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近思錄》編纂正是四人同稱的重要原因。《近思錄》讓

四人並稱成為主流的印象，並成為眾多道統譜系之一。最後由於其承載明確思

想內容的特質，或許是四人成為廣泛被接受的道統譜系的重要關鍵。 

 

 

 

 

 

 

  

                                                        
378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勉齋集》，卷 3，頁 17 下-19 下。 
379〈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頁 44。 
380 陳榮捷，〈朱熹及新儒學之大成〉，《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5。 
381 黃榦認為周敦頤承繼道統，並發明「以誠爲本，以敬爲戒。」；二程則發明「𣹢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相關之語，皆載在《近思錄》。其他道統版本如邵雍、司馬光、李

侗，都沒有一本能清楚呈現其思想與道統關係的著作。 
382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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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論文嘗試用教科書的視角來討論《近思錄》的功能。首先，《近思錄》何以

能作為道學的教科書？其書擔負有引領後學入聖賢門戶的作用，並提供入門的

後學階梯──為學漸進的路徑與往後讀書格物的義理繩準。為學漸進的路徑也

就是《近思錄》選語依據的十四綱目，較《大學》體系更加廣泛的《近思錄》，

能提供後學格物、持敬的指南，以及處己治人的方針。連當時儒者出仕為官，

退而教學都能有設想；至於《近思錄》可以做為義理的繩準，往後讀書皆有得

憑恃，能藉此精求義理。這是《近思錄》最為教科書的功能。 

再來，其書在朱熹思想發展變化中也占了不同的位置。一開始朱熹僅言其

為周張二程的入門書，但是從朱熹後來與學生談論《近思錄》的內容作為線

索，其書有擔綱理解《四書》、《五經》之前的義理憑藉的功能。而朱熹對於

《五經》難讀的想法日益深刻，平易切己的《近思錄》更顯現其價值。《近思

錄》蘊含與《大學》相異的為學次第也可以看作朱熹對為學的另外一種想像。 

最後，《近思錄》廣被閱讀與流傳也讓周張二程四人並列成為定案。在朱熹

易學體系佔一席之地的邵雍因此不能與周張二程並稱。而道統的傳承可能也因

《近思錄》的關係，周、二程、張、朱傳道成為廣為流行的系譜。 

論文本來希望採取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來定位《近思錄》，可惜沒有成功。

不然這會是典範轉移中有趣的案例。《近思錄》的確是道學新典範的教科書，但

在《四書章句集注》成書後，其重要性便大為下降。朱熹甚至說：「且熟看大學

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383從這角度分析，《近思錄》在《四書集注》

完成後，教科書的功能大為衰減，《近思錄》成為典範確立後的遺跡，可以藉此

一窺典範未定時的嘗試，作為典範在摸索、豎立過程中的紀錄。把《近思錄》

作為新舊典範交接處的一個案例來討論，對於典範理論以及《近思錄》都能激

盪出新的可能。但囿於學力，這可能性只能留與未來探討了。 

                                                        
383 《朱子語類》，卷 105，頁 2629。 



doi:10.6342/NTU201804072

93 
 

參考書目 

一、 古典文獻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宋］ 王柏，《魯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臺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宋］石介，《徂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朱熹，《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敎基金會，2000。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邵雍，《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宋］孫復，《孫明復小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0 冊，台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宋］張栻，《張栻全集》。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台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宋］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宋］程頤、程顥，《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黃榦，《勉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doi:10.6342/NTU201804072

94 
 

［宋］葉適，《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收於《宋元方志叢刊》第 4 冊。北京：中華書 

  局，1991。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點校本。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清］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江永，《近思錄集注》。上海：上海書店，1987。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研究專著 

包弼德(Peter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孔恩（Thomas Kuhn）著，王道還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 

  1994。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8。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何俊，《南宋儒學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杜海軍，《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8。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姜錫東，《近思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 

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11。 



doi:10.6342/NTU201804072

95 
 

陳逢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陳瑞麟，《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臺北：群學，2010。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 

  處，1996。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陳榮捷，《新儒學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楊儒賓，《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台大出版中心，1980。 

劉師培，《劉師培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蔣伯潛，《新刊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商周出版社，2011。 

錢新祖，《思想與文化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三、期刊論文 

霍林格（David Hollinger）, "T.S. Kuhn's Theor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2, 1973, Oxford, pp. 370-393. 

張亨，〈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 

1992，臺北，頁 31-50。 

張忠弘，〈論朱熹對程頤易學的批評〉，《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評論》第 49 期， 

2015，臺北，頁 107-149。 



doi:10.6342/NTU201804072

96 
 

許滸，〈朱子體用思維之淵源、性質與理路〉，《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2017，臺北，頁 137-172。 

陳逢源，〈宋儒聖賢系譜論述之分析－－朱熹道統觀源源考察〉，《政大中文學 

報》第 13 期，2010，臺北，頁 75-116。 

陳逢源，〈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華漢學》第 3 期，2005，花 

蓮，221-251。 

劉又銘，〈《近思錄》的編纂〉，《中華學苑》43 期，2000，臺北，頁 143-169。 

 

四、學位論文 

何佳駿，《近思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